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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政出多門的唐後期，押衙是一種常見且重要的軍職，廣泛分布於藩鎮、

禁軍等機構中，具有統帥親信之意涵。本文關注該職是如何在軍事制度變遷時

形成，又如何於去中心化的軍政格局中擴散。藉由梳理大量墓誌和傳世文獻，

本文不僅復原押衙官職的性質及傳播經過，提供歷史性與結構性的解釋，進而

指出「官職傳布」是有效的分析工具，能夠增進對地域或機構間深層關係，以

及制度環境與文化的認識。 

  押衙一詞出現在開元（713-741）晚期行軍結構變化時，而押衙官職實例首

見於開天之際的西北節鎮。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後，該職迅速擴散，

約莫三十年間，便為各類藩鎮及其內部支州、軍鎮，與中央的所有禁軍所設置。

押衙官職之所以能突破疆界囿限，主要緣於安史亂後西北軍將向外流動，並活

躍於歷史舞臺；而各地機構廣泛採納該職，則反映藩鎮體制中，節帥與皇帝對

親衛軍及牙將的普遍需求。 

  由於押衙、虞候是行軍總管內外分工的職掌，押衙官職在唐後期頗富親信

性質；但此性質於押衙開始作為加號，及雙層使職系統形成後，也不再那麼絕

對。例如從禁軍押衙設置型態與選任觀之，宦官於典掌禁軍後，對該職的控制

程度仍有限，運用方式也遠為多元。總結而言，本文以唐後期軍事制度變遷為

背景，考察押衙官職的淵源與傳布，試圖兼由個案研究及「官職傳布」方法兩

層面，提升對此時代的理解。 

 

關鍵詞：押衙、官職傳布、制度變遷、藩鎮、禁軍、行軍制度、宦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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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肅宗上元二年（761）時，曾經有一場流產的政變。當時安史之亂尚未平定，

吐蕃又覷隙來襲，蔚州長塞鎮將朱融乘此緊張情勢，密謀奉嗣岐王李珍造反。但

當朱融前去遊說金吾將軍邢濟，詢問他於危局中作何打算時，邢濟卻正氣凜然地

答道：「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隨之，安能自脫？」且邢濟得知朱融意圖實為

謀反後，便上奏揭穿逆謀，政變至此宣告失敗。嗣岐王李珍被賜死，朱融與其同

謀右武衛將軍竇如玢、右羽林軍使劉從諫、右衛將軍胡洌、右司禦率府率魏兆等，

悉皆斬決。1 

  從邢濟的回覆中可知，他選擇忠於皇帝，與其供職於金吾衛有關。金吾衛屬

於禁衛軍，平時在宮中、京城日夜巡警，車駕出入時負責先驅與殿後，巡狩田獵

時則擔當左右營衛禁禦之責。其職務重大、禁衛地點緊要，與皇帝的關係格外緊

密。2大概也正是因為邢濟時任金吾將軍，朱融才特別想拉攏他。蓋朱融雖與多位

禁衛軍將領共謀，但十二衛、六率於肅宗時期已不實質運作，其中真正手握重兵

的大概只有右羽林軍使劉從諫。禁衛皇帝身側的金吾將軍邢濟倘若加盟，對嗣岐

王陣營勢將如虎添翼。不過朱融對邢濟的攏絡非但未成功，反而導致謀反計畫功

敗垂成。邢濟視金吾將軍一職有如天子的押衙，認為自己既然擔當此任，必須對

皇帝生死相隨。此語穿越一千五百餘年，仍能使讀者感其忠義；可惜的是，邢濟

用來比喻金吾將軍的押衙是何種官職？今人卻已不甚明瞭。 

  和《唐六典》詳載編制、職掌的金吾衛迥異，押衙是一種非正式的官職，並

不見於唐代典章制度。儘管如此，該職在唐後期確實相當重要，以致可與皇帝的

金吾將軍相比擬。邢濟的譬喻透露出兩大訊息，一是藩鎮押衙官職與金吾衛類似，

同樣具有親信、忠誠的特質；二是此鮮明形象早於肅宗朝，已經遠播至京城而為

人所知。上述兩點實與本文論旨密切相關，這篇文章所要進行的工作，首先便是

勾梳押衙官職的淵源，從而理解該職的親信性質從何而來；其次是考察押衙官職

                                                 
1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95，〈惠文太子範傳〉，頁 3017。

《舊唐書‧惠文太子範傳》載劉從諫為右羽林軍大將軍，〈嗣岐王珍免為庶人制〉則作右羽林軍使。〈嗣

岐王珍免為庶人制〉，［宋］宋敏求輯，《唐大詔令集》（民國四年（1915）吳興張氏宋輯善本彙刊本），

卷 39，〈降黜〉，頁 4。 

2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25，〈諸衛府〉，「左右金

吾衛」條，頁 638。亦可參看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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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布於全國藩鎮及中央機構的進程，以及其機制與動力。 

  為何本文以押衙為題？又為何選擇上述取徑呢？要說明這點，必須先對唐後

期的軍事制度做些簡介。唐代前期主要實施行軍制度，僅於有戰事時臨時組成軍

隊出征；然而至高宗儀鳳（676-679）年間，外族如契丹、吐蕃勢力增長，一些行

軍只好留鎮邊境，成為長年駐守的鎮軍，3且有部分日後演變為大軍區的沿邊節度

使。鎮軍與節度使這兩種常駐邊境的軍事制度，雖與臨時出征的行軍制度迥異；

但在統兵體制、軍隊編制等層面上，很大程度沿襲了後者。4此類大軍區制度往後

又擴大行用於全國。在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的緊急事態中，節度使兼領行

政、監察等權力，在全國形成軍政合一的藩鎮體制。這種藩鎮林立的局面於唐後

期持續存在，儘管藩鎮有時會造成朝廷的威脅，但大體仍肩負抵禦他族、拱衛核

心區及供給財富等積極功能，5使得唐國祚得以再延續一百五十餘年。當此政出多

門的格局，藩鎮節帥必須能對地方軍政事務，進行長期的管理；與唐前期行軍統

帥僅掌軍事、且為臨時性官職的情況相當不同。而替藩鎮節帥處理龐雜事務者，

便是所謂的軍府機構。 

  顧名思義，軍府起初是統帥領軍出征時的僚佐組織，於戰國晚期業已出現，

至西漢後期則形成將軍府之固定機構。兩晉南北朝以降，各州刺史多帶有將軍銜，

故地方政府形成州府、軍府兩套系統；6然而到了中央集權的隋代，州官遭到廢止，

軍府官員的任用權也收歸中央。7此後，由府主自辟僚屬的軍府，實際上只存在於

軍隊出征時。這個情況延續至唐代，亦即僅行軍統帥可以組建軍府；8但行軍既為

事罷解散的臨時性組織，其軍府的影響力自然遠不如兩晉南北朝時。不過唐後期

局勢有所改變，各地藩鎮節帥皆徵辟僚佐、組建軍府，以協助其管理軍事、行政、

經濟等事務。至此，歷史悠久的軍府機構終於再次獲得重視及獨立性。其中除了

                                                 
3 菊池英夫，〈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東洋學報》，第 44 卷第 2 號（1961， 東

京），頁 210-213。 

4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頁 284-287。 

5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14-20、42-59。 

6 軍府歷史的概說，可參石雲濤，《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5-42；

西漢將軍府組織，參廖伯源，〈試論西漢諸將軍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收入氏著《歷史與制度──漢代

政治制度試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 141-158。魏晉南北朝的州軍府組織，則可參嚴耕

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 

7 濱口重國，〈所謂隋的廢止鄉官〉，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

局，1992），卷四《六朝隋唐》，頁 315-333。 

8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頁 29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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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文官可能由唐廷親自任命外，絕大多數將領、僚佐皆讓節帥自行辟署。9總而

言之，唐後期的藩鎮軍府具有高度重要性，不僅在功能上總理地方軍政事務，在

權力結構上也親近於節帥，為其左右手。而本文所探討的押衙，正是藩鎮軍府中

的重要官職。 

  然而，軍府在藩鎮研究中並非主流課題。以往的藩鎮研究最主要有兩種取徑：

一種著重探討長期結構，如藩鎮與中央朝廷及內部軍鎮、支州的關係，或是個別

藩鎮生態之研究；10另一種則致力於復原軍政事件的經過及其影響。11而在相對有

限的軍府研究中，又有明顯的重文輕武現象。其原因首先在於軍府武職未被載入

典章，相關史料既稀缺且零碎。蓋唐代主要典章制度皆頒於開元朝（713-741）或

之前，12未及收錄後起官職；況且藩鎮武職多屬使職差遣性質，本非正式職官。13除

了史料本身的限制導致研究困難，學界也關注軍府文職遠勝於武職。因為前者是

科舉新官僚與傳統士族的重要出路，研究唐後期士人或文學者，不得不加以重視。

14 

  不過在一定程度上，武職相對文職被忽略的現象，因為軍隊權力結構的研究

而稍獲彌補。有學者將軍隊劃分為節帥、軍將及兵士三層，或者認為後兩個階層

孰為強盛，是「安史舊部型」、「新興地域型」兩類藩鎮的關鍵差異；或者指出

藩鎮權力結構若從前者轉向後者，可能導致叛亂型態的變化。15這類研究關注結構

的時空差異，相當具有啟發性；相對可惜之處，是在討論軍將集體的同時，難免

                                                 
9 劉琴麗，《唐代武官選任制度初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43。 

10 例如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大化書局，1978）；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支

配体制》（東京：三一書房，1980）；張達志，《唐代後期藩鎮與州之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11）。藩鎮個案研究則於張達志的書中有詳細回顧。 

11 例如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陸揚，《清

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仇鹿鳴，《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12 如《唐令拾遺》所存最晚為開元二十五年令，《唐六典》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參吳宗國主編，《盛唐政

治制度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頁 7-13。 

13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頁 93。 

14 例如礪波護，〈中世貴族制の崩壊と辟召制：牛李の黨争を手がかりに〉，收入氏著《唐代政治社會史研

究》（京都：同朋舎，1986），頁 45-84；渡辺孝，〈唐後半期の藩鎭辟召制についての再檢討：淮南‧

浙西藩鎭における幕職官の人的構成などを手がかりに〉，《東洋史研究》，第 60 卷第 1 號（2001， 京

都），頁 30-68；石雲濤，《唐代幕府制度研究》；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1998）。 

15 分參王賽時，〈論唐朝藩鎮軍隊的三級構成〉，《人文雜誌》，1986 年第 4 期（陝西），頁 123-128；李

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頁 290-348；仇鹿鳴，《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

與文化》，頁 253-260。 



押衙官職傳布與唐後期軍事制度變遷 

4 

 

忽略了武職彼此間的不同。舉例而言，在諸多軍府武職中，牙將便具有相當特殊

的地位。有些學者指出，牙將是指統領親衛軍的將領，負責守護節帥與藩鎮腹地，

職責重大，故常以節帥親信擔任。16然而牙將其實是個泛稱，涵蓋多種軍府武職，

至於這些武職的職務與性質有何差異、如何分工，則有賴個別官職研究進一步揭

示。 

  在軍府眾多武職中，押衙是相當特別的一種。而首位注意到該職的學者應是

日野開三郎，他早於 1940 年時，已利用石刻題記復原藩鎮內部軍鎮的多種軍職，

其中便包含押衙。日野氏發覺押衙有作為兼職的情況，並指出許多藩鎮軍職後來

變成標示階級的用語，而外鎮軍將帶有這些職銜，能夠反映其與藩鎮的直屬關係。

該論點不僅精到，也呼應他從藩鎮與內部軍鎮的關係，探討前者何以跋扈之論旨。

可惜因材料所限，日野氏未能詳考押衙職務，僅以職名推測為負責衙務的軍將。17

此一缺憾日後由嚴耕望所彌補，他遍採傳世文獻及石刻史料，考證出押衙在安史

亂前已經存在，並且於亂後相當普遍，節度、觀察、經略、團練等使皆有都押衙、

左右都押衙與押衙數人；府州軍院中亦設有軍事押衙及都押衙。該職主要職務內

容是親從、禁衛，但也因具有親信性質，任職者常同時兼任內外要職。18在上述詳

細考證後，藩鎮押衙本身職務及其設置機構已大致明朗。不過需附帶一提，中央

機構如禁軍及內諸司使，其實也設有押衙，這點曾由劉安志、趙雨樂所揭。19後者

更認為，這類押衙是一種武職僚佐，能為宦官處理實際事務。 

  嚴耕望以後的押衙研究，主要圍繞著張國剛的觀點討論。他提出押衙等藩鎮

軍職淵源於唐前期行軍體制；這些官職後來因普遍兼職而「階官化」，成為用來

標示身分地位、遷轉階序，而無實際職任的名號。20此一說法揉合日野開三郎對押

衙兼職的觀察，以及孫國棟的「階官化」論點，21影響力相當大，致使往後押衙研

                                                 
16 參堀敏一，〈藩鎮親衛軍的權力結構〉，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

華書局，1992），卷四《六朝隋唐》，頁 588-592；渡辺孝，〈唐‧五代における衙前の称について〉，

《東洋史論》，第 6 號（1988，茨城），頁 21-25。 

17 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將〉，收入氏著《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頁 451-456、464-465。 

18 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收入氏著《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頁 228-233、

235-236；關於府州軍院押衙，見〈唐代府州僚佐考〉，同書，頁 170。 

19 劉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6 期（1998，武漢），頁 62-72；

趙雨樂，〈唐代宦官機構衙屬考〉，收入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1999），頁 621-635。 

20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頁 90-101。 

21 孫國棟，〈宋代官制紊亂在唐制的根源〉，收入氏著《唐宋史論叢（增訂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

頁 19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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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聚焦於此。許多學者透過地域個案研究，與張國剛的觀點對話。例如榮新江、

馮培紅及趙貞運用敦煌文書，考察歸義軍押衙的兼職情形；而宋澤玲奠基於此，

進一步在歸義軍張氏政權、金山國時期與曹氏政權的劃分下，分別討論押衙的編

制、兼職情形及充任者的政經狀況。22此外，張秋升、姜欣玥也藉由房山石經題記，

對幽州押衙兼職情況進行了類似探討。23上述個案研究對於押衙編制及兼職種類，

頗有細膩補充，但關於兼職現象的意義及歷時性變化，渡辺孝的論點則更為深刻。

他指出押衙在安史亂後開始負責庶務，或是成為表示地位的加號，這兩點共同導

致該職地位在九世紀後半的下降。且此現象存在地域差異，於軍事風氣濃厚的藩

鎮相對不明顯。24 

  綜上所述，過往的押衙研究主要有兩條脈絡。在前期居於主流者，是以嚴耕

望的官職考證為範式，探討押衙設置情況及職務內容；而 1989 年後，日野開三郎

對該職兼職的觀察，則獲張國剛及其後繼者賡續發揚。透過這些先行研究，我們

對押衙一職的設置情形、職務內容及兼職特質，有了基礎認識。為醒讀者之目，

茲再次撮述如下：押衙屬於唐後期藩鎮及其內部次級組織，與中央禁軍、北衙諸

司的「使」之下，所設置的一種軍職，其員額多區分左、右廂，且常有可能為其

上司的「都押衙」。這個官職的主要職務應該是禁衛統帥，但也常承其命令，擔

當奏事、知客等他類事務，職務內容相當多元。且由於押衙具備統帥親信的性質，

該職常與治州乃至支州、外鎮官員相互兼任，以彰示其人與統帥關係親近。隨著

時間推移，押衙作為本職從事庶務的情況，以及押衙作為兼職虛銜的情形皆增加，

而此二現象共同導致押衙地位的逐漸下降。 

  從前述內容不難察覺，前輩學者雖已對押衙進行許多研究，也稍稍注意到該

職性質存在時空差異，卻不甚將差異視為有意義的課題探討；特別是鮮少觸及該

職發展的早期階段，在押衙官職起源的課題上留下巨大空白。此固為非戰之罪，

畢竟軍府武職史料有限，學者僅能就文史材料中的零星記載，盡力復原其樣貌；

                                                 
22 分參榮新江，〈唐五代歸義軍武職軍將考〉，收入中國唐史學會編，《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三

秦出版社，1993），頁 76-87；馮培紅，〈晚唐五代宋初歸義軍武職軍將研究〉，收入鄭炳林主編，《敦

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頁 99-109、164-167；宋澤玲，〈敦煌歸義軍

政權押衙研究〉（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20）。 

23 張秋升、姜欣玥，〈房山石經題記所見幽州盧龍節度使府軍將──以押牙和虞候為中心〉，《聊城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2 期（聊城），頁 8-15。 

24 渡辺孝，〈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社會文化史學》，第 28 卷（1991，茨城）， 

頁 33-55；〈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下)〉，《社會文化史學》，第 30 卷（1993，茨城）， 

頁 10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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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二十年墓誌大量出土，則提供突破瓶頸的機會。本文希望借重新出墓誌，並

輔以傳統文獻，從押衙官職早期設置情況的時空差異，歸納出該職發展的進程與

動力。內容大多聚焦於押衙作為實職、本職的性質，僅少數段落涉及該職多有兼

職、作為虛銜之後的影響，考察課題與 1989 年後學者研究押衙的主要關懷有明顯

不同。 

  本文主旨是透過研究押衙官職的淵源與傳播，替該職性質提供歷史性解釋，

並增進對唐後期軍事制度變遷的認識。而最大的特色在於，強調「官職傳布」的

概念。蓋學者所揭押衙遍布藩鎮、支州、軍鎮、禁軍與北衙諸司的現象，並非自

始即然。根據本文的研究，該職是安史亂前的西北節鎮所創造，當時已經呈現政

出多門的格局，無法依靠朝廷政令便使官職推行至各地，唯有其他機構主動採納，

該職方能從西北節鎮逐漸擴散至全國。也就是說，「官職傳布」是唐後期軍政去

中心化格局所導致的特殊現象。從押衙官職的傳布過程中，一方面可以考察該職

廣受歡迎的原因，另一方面能探測不同軍政機構間的關係。此外，本文也致力發

抉押衙官職的淵源，因為該職形成於行軍、鎮軍及節度使制度更迭時，押衙觀念

及官職的出現大概部分緣於制度變化。出於以上原因，本文聚焦考察押衙官職的

形成與傳播，並側重其與唐後期軍事制度變遷的關係。 

  本文除了第一章緒論以外，共分兩章。第一章先透過比對行軍、鎮軍法令，

確認押衙一詞源於開元（713-741）晚期的行軍規定。並考證該職首見於天寶五載

（746）的西北節鎮，復原其於安史亂後，迅速傳布至全國藩鎮的進程與動力。第

二章則指出禁軍押衙是代、德時期（762-805），朝廷主動效法藩鎮而設置，並非

始於神策軍作為藩鎮軍隊的時期。並且從禁軍押衙的設置型態及選任指出，宦官

在典掌禁軍後專權程度仍有限，對於該職的運用也相當多元、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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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藩鎮押衙的淵源與官職傳布 

唐代後期，押衙是各地藩鎮常見而重要的官職。它並不像軍府中其他官職

多有悠遠歷史，1例如早在漢魏時期便擔任將軍佐官的長史與司馬；2押衙一職是

唐人的創發，「押衙」一詞也首見於唐代。但如此新穎的官職，竟在天寶十四

載（755）安史之亂爆發約二十年間便傳布全國。這個現象相當引人注目。因為

唐後期呈現藩鎮分立格局，個別藩鎮軍政環境不同，在地方新設武職的權力也

分屬於節帥。3各地節帥皆自主採納押衙一職的動機為何？該職迅速傳布到各個

藩鎮的機制與進程又如何？以上是本章希望解答的問題。 

近三十年來，學者對藩鎮押衙進行了許多研究。嚴耕望首先揭示，安史亂

後節度、觀察、團練使皆設置押衙。該職負責親從、禁衛，是一種具親信性質

的武將，任押衙者常兼充軍府內其他要職。他依此得出結論，認為押衙是藩鎮

軍政所寄的重職，並將都押衙、都兵馬使與都虞候合稱為「三都」。4然而，押

衙與其他官職相兼的現象，也有學者以迥異視角加以詮釋。張國剛強調，藩鎮

將吏兼任押衙非常普遍，在嚴耕望所述的軍府要職之外，節帥也常讓外鎮、支

州軍將兼帶押衙職銜，以強調雙方之間的統屬關係。5張國剛將押衙多被用作兼

職的現象稱為「階官化」，意思是這個官職成為缺乏職任的名號，僅用來標示

身分地位及遷轉階序。6其後押衙研究多依循此說。先是榮新江、馮培紅以敦煌

文書考察歸義軍，而後張秋升、姜欣玥以房山石經題記探討幽州鎮，皆致力臚

列押衙所兼多種官職，以求印證張國剛的階官化論點。7日本學者渡辺孝也有類

                                                 
1 軍府官職的淵源，參石雲濤，《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5-42。 

2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

上冊，頁 175-183。 

3 辟署藩鎮武職可由節帥自專，參劉琴麗，《唐代武官選任制度初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頁 43。節帥是指藩鎮最高長官，由於他們是以觀察使身分另加節度或都團練、都防禦等頭銜，並非全都是

節度使，故本文以節帥概称之。 

4 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收入氏著《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頁 228-233、

235-236。 

5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99。 

6 張國剛，〈唐代階官與職事官的階官化〉，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頁 217、229。 

7 榮新江，〈唐五代歸義軍武職軍將考〉，收入中國唐史學會編，《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

版社，1993），頁 76-87；馮培紅，〈晚唐五代宋初歸義軍武職軍將研究〉，收入鄭炳林主編，《敦煌歸

義軍史專題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頁 99-109、164-167；張秋升、姜欣玥，〈房山石

經題記所見幽州盧龍節度使府軍將──以押牙和虞候為中心〉，《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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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觀察，他指出押衙在安史亂後不久便開始為他職所兼，作為兼職的押衙是一

種加號，用以彰顯地位及節帥的信任。而九世紀後半以降，該職作為加號所標

誌的地位趨於低落；作為實職時所規範的職任，也常是庶務而非作戰。8 

總體而言，先行研究聚焦於押衙兼職的課題，鮮少探討在此之前，該職是

如何形成並傳布全國。目前只知道，「押衙」一詞首見於記載行軍制度的逸令，

有學者認為該令頒布於開元二十五年（737）；9押衙作為獨立職名的明確實例，

最早是在天寶五載（746）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麾下；10押衙被普遍設置於藩

鎮，則是安史亂後的發展。11換言之，押衙出現並開始擴散的將近二十年間，正

是唐代軍政制度劇烈更迭的時期。先是過去僅在戰時出征的行軍制度，逐漸被

屯駐邊境的鎮軍及節度使制度取代；12後為安史亂後，唐廷將增領行政等職權的

節度使制度應用到全國，構成藩鎮林立格局。13因此，本章主旨是在上述制度交

匯、政出多門的背景中，考察藩鎮押衙的淵源與傳布，從而揭示該職早期發展

與唐後期制度變遷的關係。 

一、總管「主押衙」唐令試釋 

學者咸認，「押衙」一詞來自唐前期行軍制度，與行軍中高級將領「總管」

的職務有關。14此說是根據一條逸令，以及唐人李筌所撰兵書《神機制敵太白陰

經》的記載。15前者年代應較早，又屬官方規定，是考察押衙淵源的關鍵。然而，

令文中總管「主押衙」的說法其實缺乏實例證成；16作為逸令，其年代與性質也

                                                                                                                                               
年第 2 期（聊城），頁 8-15。 

8 渡辺孝，〈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社會文化史學》，第 28 卷（1991，茨城），

頁 36-48。 

9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4），頁 372-373，軍防令第十三。相關論點的發展，

詳見下文討論。 

10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110，〈王思禮傳〉，頁 3312。

嚴耕望最早標舉此例，氏著，〈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頁 228。 

11 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頁 228-229。 

12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頁 281-284。 

13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頁 9-20。 

14 參渡辺孝，〈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頁 34。 

15 參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頁 92。 

16 渡辺孝，〈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頁 35 業已指出。筆者寓目所及，在傳世文獻及

已刊墓誌中也未見實例。吐魯番文書中有一些行軍制度的資料，惟其卷帙浩繁，筆者現階段無法遍檢，只

能抱憾從缺，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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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疑義。是故，本節嘗試推敲該條逸令反映的制度環境，以初步認識押衙的

淵源與性質。 

總管「主押衙」相關記載凡三種。分別是杜佑《通典‧兵典》「今制」條、

《資治通鑑》胡三省註所引唐令，以及李筌《神機制敵太白陰經》之〈將軍篇〉。

17《通典》與《資治通鑑》胡註所記基本上相同，此處先據年代較早的《通典》

引出，與胡註的差異隨註標明。 

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18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傔減

大將半），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

衙。傔各五人），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陳，辨金鼓及部署。19傔各二人）……。

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

五人……。20 

以上是對軍職編制及職守的規範。《太白陰經‧將軍篇》所載編制大致相同，21

只是次序上先論大將軍、副將軍、總管及子將，其次是這四類將領的別奏、傔

人編額，22最後才提及判官、軍正、軍典等文職僚佐。 

  綜上可知，總管與大將、副將及子將同屬軍中高級將領，共有四員。該職

須以「嚴識軍容者任」，並分工以「二人主左右虞候，二人主左右押衙」。23此

處「嚴識軍容」並非字面上的整飭軍容、維持軍紀，因為「主軍令斬決、罪隸，

及行軍禮儀、祭祀、賓客進止」，在〈將軍篇〉中屬於「軍正」之職。總管的

性質應與肅宗朝時魚朝恩所任「觀軍容使」比較相似，實際上負有領軍及管理

之責。24而四位總管領軍時，又分別「主虞候」、「主押衙」；就如同副將軍也

「分掌軍務」，負責「主軍糧」和「主征馬」。25不過，總管「主押衙」究竟何

                                                 
17 分見［唐］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48，〈兵典‧兵一〉，「今

制」條，頁 3794；［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

古籍出版社，1956），卷 211，玄宗開元四年六月癸酉條，頁 6719，「大武軍子將」胡註；［唐］李筌，

《太白陰經》（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冊 740），卷 3，〈雜

儀‧將軍〉，頁 3a。《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常作《太白陰經》，下文亦將如此簡称。 

18 胡註作「唐令制，每軍大將一人」。 

19 胡註作「資其分行陣，辯金鼓及部署」。 

20 胡註引用止於子將「傔各二人」。《通典》接續記載的幾種基層職位及小隊人員組成，胡註則無。 

21 《太白陰經》，卷 3，〈雜儀‧將軍〉，頁 3a。 

22 傔人與別奏性質，參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頁 207-208。 

23 《太白陰經》，卷 3，〈雜儀‧將軍〉，頁 3a。 

24 《舊唐書》，卷 10，〈肅宗本紀〉，頁 253。 

25 《通典》，卷 148，〈兵典‧兵一〉，「今制」條，頁 3794；《太白陰經》，卷 3，〈雜儀‧將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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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單就條文本身無法得到確切認識，必須回到逸令反映的制度環境中理解。 

  前人普遍認為，逸令中的「每軍」是指涉行軍。仁井田陞在《唐令拾遺》

中，將《通典》、《資治通鑑》胡註所保存的逸令，視為規範行軍制度的〈軍

防令〉之一，並繫於開元二十五年（737）。26若此說不誤，逸令中的「總管」

就是每道行軍分為數軍時各軍的主帥，層級僅次於行軍統帥，下轄數位約統領

千人的子總管。27循此，學者將總管「主虞候」、「主押衙」，詮釋為四位主帥

統軍時的分工，28甚或所統部隊的軍號。29這種解釋在總管「主虞候」部分是符

合實情的。當諸道行軍分為數軍時，常設有左、右「虞候軍」，由「虞候總管」

掌理，負責全軍警戒。30此種作法從唐初便很常見，如高祖朝（618-626）時，

侯君集隨李世民征伐，「累除左虞候、車騎將軍」。31貞觀二十一年（647）的

元武壽、開元二年（714）的張直楷、臧懷亮，也曾被皇帝指派為虞候總管。32然

而，相對於「主虞候」的「主押衙」之職，卻未在行軍制度中得到印證，傳世

文獻與墓誌中並無「押衙總管」或「押衙軍」的實例。為了確認押衙名號的淵

源，須對逸令性質重新進行考察。 

  事實上，逸令是否為行軍制度仍有疑義。仁井田陞編纂《唐令拾遺》重建

令文時，曾因內容與《唐六典》不符，懷疑逸令並非開元二十五年〈軍防令〉，

而是其他軍令。33《唐六典》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基本上反映了當時行用的制

度，34其〈尚書兵部〉「兵部郎中」條規定： 

凡諸軍、鎮，大使、副使已下，皆有傔人、別奏以為之使：大使三品已

上，傔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三品已上，傔二十人，別奏八人；總

                                                                                                                                               

3a。 

26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頁 372-373，軍防令第十三。 

27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頁 100-115、頁 125-128。 

28 渡辺孝，〈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頁 34-35。 

29 菊池英夫，〈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続編)〉，《東洋學報》，第 45 卷第 1 號（1962，

東京），頁 33-44，特別是頁 36 的軍隊結構圖；孫繼民，〈李筌《太白陰經》瑣見〉，收入氏著《中古史

研究彙纂》（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頁 346-355。 

30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頁 213-214。 

31 《舊唐書》，卷 69，〈侯君集傳〉，頁 2509。傳文曰「太宗在藩，引入幕府」；而此時太子為李建成。

故「左虞候」必指「數從征伐」時的左虞候總管，不會是左虞候率。 

32 分見〈唐故壯武將軍守右驍衛將軍上柱國河南元府君墓誌銘并序〉，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

館藏墓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172-175；玄宗朝，〈命姚崇等北伐制〉，［宋］李昉

等奉敕編，［宋］彭叔夏辯證，［清］勞格拾遺，《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 53，〈詔

勑一‧命將〉，頁 2336。 

33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頁 368-369，軍防令第五；頁 372-373，軍防令第十三。 

34 吳宗國主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頁 7-13。 



第二章 藩鎮押衙的淵源與官職傳布 

11 

 

管三品已上，傔十八人，別奏六人；子總管四品已上，傔十一人，別奏

三人。35 

引文中總管至多可有十八員傔人，逸令則規範總管「傔各五人」，兩條制度若

行用時間相近，原則上不應有如此顯著差異。不過，引文中的總管隸屬於「諸

軍、鎮大使」，其實是使職系統中的職位，而非行軍總管。鎮軍有大使、副使、

總管與子總管，和行軍的大將、副將、總管與子總管，組織編制極為相似。36要

言之，仁井田陞之說無法徹底否定逸令屬於行軍制度。 

是故，《唐六典》與逸令內容牴觸的原因，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其

一，逸令確實是行軍制度，故與《唐六典》中的鎮軍制度不全相同；其二，逸

令是鎮軍制度，某種原因使其與《唐六典》所載同中存異。《唐六典》記載鎮

軍制度時，多次寫道「諸軍」、「每軍」或「諸軍、鎮」，37故逸令所言「每軍」

未必不是指鎮軍。此外，《太白陰經》那段與逸令內容略似的記載，也無法確

證為行軍制度。因為該書到寶應二年（763）至大曆十四年（779）間方完成，38

無論劉安志援引的〈將軍篇〉，或是張國剛所據「太白營圖」，39內容皆不無摻

雜鎮軍制度的可能。 

  不過整體而言，逸令屬於行軍制度的機率較高。主要原因有三。首先，逸

令稱全軍統帥為「大將」，在唐代制度性文獻中，這是對出征軍隊統帥的泛稱；

40使用上明確相對於鎮軍制度的使職頭銜。如《舊唐書‧職官志》對舉道：「旌

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41《唐六典‧尚書兵部》凡記

載鎮軍制度時，其統帥均稱「大使」或「使」。42其次，《通典》保存的逸令版

本，嚴謹記下五十人小隊的組成與戰鬥分工，這符合學者對行軍基層組織的認

                                                 
35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5，〈尚書‧兵部〉，頁 159，

「凡諸軍、鎮大使、副使已下」條。 

36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頁 286。 

37 《唐六典》，卷 5，〈尚書‧兵部〉，頁 157-159。 

38 孫繼民，〈李筌《太白陰經》瑣見〉，頁 346-347。 

39 劉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6 期（1998，武漢），頁 63；張

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頁 92。李筌，《太白陰經》（臺北：大通書局，1969。據民國十年

博古齋刊本影印，收入《墨海金壺》），卷 6，〈陣圖‧太白營〉，頁 5a-7a。 

40 《唐令拾遺‧軍防令》幾乎全称「大將」，偶言「將帥」；僅有「諸大將出征皆告廟」條提及「元帥」。

見仁井田陞，《唐令拾遺》。《唐六典》與《舊唐書‧職官志》用詞大致相同。 

41 《舊唐書》，卷 43，〈職官志二‧門下省〉，頁 1847。 

42 《唐六典》，卷 5，〈尚書‧兵部〉，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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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43最後，日本《養老令‧軍防令》中，保留了與逸令幾近駢偶的相似條文。 

凡將帥出征，兵滿一萬人以上，將軍一人，副將軍二人，軍監二人，軍

曹四人，錄事四人……。44 

這條規定可說是「每軍大將一人，副二人，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的

翻版，各個職位員額及次序皆與逸令相當。45日本《養老令》深受唐朝〈永徽令〉

與〈開元令〉影響，初於養老二年（718）纂成，並在天平勝寶九歲（757）頒

布。46前引《養老令‧軍防令》即使非直接來自逸令，至少也意味安史亂前，唐

代行軍制度相關令、式有對應的內容。47引文中的「錄事四人」，是行軍確實曾

規定「總管四人」的旁證。48 

  若逸令屬於行軍制度，「總管四人」便成為判斷令文年代的關鍵。因為唐

初行軍以分成七軍為原則，中軍之外由六位總管分統，效仿《周禮》中的「天

子六軍」。49儘管實際劃分的軍數，本就會隨軍隊規模調整，然而逸令不再遵照

經典「六軍」理想，反將總管明訂為四員，應有特定制度環境為憑據。現存制

度性文獻中，未見其他「總管四人」之說；不過《唐六典‧尚書兵部》「兵部

郎中」條，有條規定可以呼應： 

凡諸軍、鎮，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總管一人，五千人置總

管一人。凡諸軍、鎮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總管已上六年一替，押

官隨兵交替。50 

在行軍制度中，一道行軍以二萬人為基數。過去總管以六員為原則，各掌二千

多人；51此時若改成「五千人置總管一人」，總管員額恰好便是逸令所言四人。

如前所述，《唐六典》是反映開元二十六年（738）的制度，故逸令確實可能是

                                                 
43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頁 174-176。 

44 黑板勝美編輯，《令義解》（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新裝版第二刷。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卷

22），卷 5，〈軍防令〉，「將帥出征」條，頁 188-189。 

45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頁 372-373，軍防令第十三。 

46 高明士，〈中國律令與日本律令〉，《臺大歷史學報》，第 21 期（1997，臺北），頁 114。 

47 趙晶曾指出日本令不僅繼承自唐令，也有多例來自唐式。氏著，〈唐令復原所據史料檢證──以令式分辨

為線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6 本第 2 分（2015，臺北），頁 347-354。故《養老

令‧軍防令》未必能直接對應到唐〈軍防令〉。 

48 「總管」在日本令被代換為「錄事」後，性質有所變化。這個問題詳見下節討論，筆者也擬另文探討。 

49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頁 162-167。 

50 《唐六典》，卷 5，〈尚書‧兵部〉，頁 159，「凡諸軍、鎮每五百人」條。 

51 孫繼民曾注意到總管所統兵額擴充的趨勢，但未與總管人數變化連結。氏著，《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

本）》，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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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二十五年令，或年代接近的令、式。為醒讀者之目，以下將相關制度簡單

列表，並對比較重點加以標註。 

表一：行軍、鎮軍制度比較 

年代 軍制 內文 出處 

唐初 行軍 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兩萬人，即分為

七軍……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

管……。 

《通典‧兵典》

所引《李靖兵

法》52 

推定為開元二

十五年（737） 

推定為

行軍 

每軍大將一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

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 

《通典‧兵典》

「今制」條53 

日本養老二年

（718）至天平

勝寶九歲

（757）間 

行軍

（日） 

凡將帥出征，兵滿一萬人以上，將軍一

人……錄事四人……。 

《養老令‧軍防

令》54 

開元二十六年

（738） 

鎮軍 凡諸軍、鎮，大使、副使……五千人置

總管一人……總管三品已上，傔十八

人，別奏六人……。 

《唐六典‧尚書

兵部》55 

  從上表明顯可見，逸令兼具唐初行軍與開元朝鎮軍制度的特色。與《李靖

兵法》所載唐初行軍制度相較，逸令同樣稱統帥為「大將」，總管中包含「左

右虞候」；然而總管員額差距顯著。逸令與《唐六典》所載鎮軍制度相較，總

管員額似乎能對應上；但鎮軍統帥稱為「大使」而非「大將」，且傔人數量也

差異不小。要言之，逸令屬於行軍制度，但與鎮軍制度共享「總管四人」的時

代特徵；《養老令‧軍防令》是唐代行軍也曾有「總管四人」制度的旁證。 

  分析完逸令性質後，便能蠡測「押衙總管」、「押衙軍」未見的原因。「主

押衙」一詞出現，以「總管四人」為背景，距離行軍制度全盛的唐初已有時日。

而唐廷在儀鳳年間（676-679）開始設置鎮軍，至開元時期（713-741），軍政主

要仰賴沿邊鎮軍與節度使。56規範總管「二主左右押衙」的逸令頒布時，行軍制

度已屬強弩之末，故令文實踐機會不多，也未被收入《唐六典》。再者，當時

駐邊軍隊雖仍會以行軍型態出征，軍將卻重視個人使銜，勝於臨時性的行軍職

銜，因此記有行軍統帥以下職銜的實例銳減。茲舉一例說明。開元二十一年（733）

                                                 
52 《通典》，卷 148，〈兵典‧兵一〉，「立軍」條，頁 3792-3793 所引《李靖兵法》。 

53 《通典》，卷 148，〈兵典‧兵一〉，「今制」條，頁 3794。 

54 《令義解》，卷 5，〈軍防令〉，「將帥出征」條，頁 188-189。 

55 《唐六典》，卷 5，〈尚書‧兵部〉，頁 159。 

56 菊池英夫，〈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東洋學報》，第 44 卷第 2 號（1961，

東京），頁 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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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陽節度使薛楚玉討擊契丹的露布，由「戰將攝副使行軍虞候惣管等檀州密雲

府果毅都尉賜紫金魚袋車仙惲」奉上。57露布是出征軍向朝廷報告戰果的文書，

58就此役而言，車仙惲的角色其實是虞候總管；但撰文者卻優先強調車仙惲的節

度副使頭銜，儘管此身分甚至還在攝職階段。綜上所述，逸令在行軍制度式微

時期一度頒布，卻未留下總管「主押衙」實例，是有可能的。 

  現在回到總管為何「主押衙」的問題。行軍實際出征時，會依軍隊規模調

整劃分軍數，總管員額也應循此訂定；然而《李靖兵法》卻明言「分為七軍」，

「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59中軍以外的六軍對稱分布，不僅源於《周

禮》「天子六軍」理想，也反映行軍維持各軍勢力均衡的需求。行軍組成於臨

時出征之際，相較於長期駐守的鎮軍，軍職編制更需要考量權力平衡。前列表

中《李靖兵法》、逸令及《養老令‧軍防令》的行軍制度，總管皆有特定員額

為原則，或許便緣於此。唐初七軍制中，原僅有左、右虞候總管特化出監察之

責，有別於其他四軍的總管；60但當總管員額由六人減至四人，為取得新的權力

平衡，相對於「主虞候」總管，另外二位總管也分化出「主押衙」職掌。這個

新詞是當時制度環境的產物，無論逸令貫徹程度如何，「主押衙」觀念某種程

度上，確實存在於軍中。 

  至於「主押衙」確切意涵為何？該詞既然首見於臨時出征的行軍制度，確

實應非「押其衙府」，而是「押牙旗」，唐人李匡乂所言甚是。61「押」字有主

管、統領或職掌之意，62牙旗則是軍中統帥權威的象徵，又能指揮兵士行動。故

總管「主押衙」，是率領軍隊擔當與統帥相關的職務，亦即領軍護衛統帥。這

支部隊是否稱為「押衙軍」不得而知，但它應非狹義上的禁衛隊，只是和在外

監察的虞候軍內外分工。63晚唐有方墓誌，讚譽誌主「接武衙前，虞候左右」。

64將原屬總管職務的「主押衙」、「主虞候」寫成對仗駢句，可謂恰如其分，精

                                                 
57 樊衡，〈為幽州長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文苑英華》，卷 647，〈露布一〉，頁 3332。 

58 關於露布的傳遞，參丸橋充拓著，張樺譯，《唐代軍事財政與禮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8），

頁 318-321。 

59 《通典》，卷 148，〈兵典‧兵一〉，「立軍」條，頁 3792-3793 所引《李靖兵法》。 

60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頁 213-214。 

61 ［唐］李匡乂編，《資暇集》（明正德顧元慶輯刊版，收入陽山顧氏文房叢書），卷中，頁 1。劉安志，

〈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頁 62-66 稍有討論。惟筆者不同意劉安志將牙門將與押衙連結之說。 

62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頁 122-124。 

63 虞候軍性質，參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頁 213-214。 

64 班潯，〈故紫金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守右神策軍正將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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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捕捉二類總管既分工合作、又分庭抗禮的關係。最後要補充的是，「主押衙」

總管首要職務雖是掌軍，但確實可能有承命功能，65需協助訊息傳遞。因為統帥

能以牙旗指揮軍士，「主押衙」總管也許參與了命令傳遞過程。以後見之明觀

之，後世擔任藩鎮押衙者確實常負責進奏或奏事，66此現象應與該職名號淵源有

關。 

二、從總管到安史亂前節鎮押衙 

「押衙」一詞來自行軍制度；押衙作為官職的實例，則是在安史亂前節度

使制度首次出現。天寶五載（746），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任命王思禮、哥舒

翰為押衙，此時與學者推定總管「主押衙」逸令頒布的開元二十五年（737），

已相隔九年。67押衙在這時成為獨立官職，兼有制度環境及軍事文化的影響。本

節先討論前者，並於下一節論及後者。唐後期軍事制度不斷推陳出新，然而後

起的鎮軍、節度使制度也深受行軍制度影響，特別是所設軍職，呈現出高度延

續性。68因此，本節首先考察自行軍至鎮軍、節鎮皆有設置的「總管」，以梳理

押衙出現的制度脈絡；繼而從安史亂前節鎮押衙的零星案例，勾勒此階段押衙

官職的特質。 

在探討押衙創置背景前，還須對該職首見時間稍做商榷。事實上曾有學者

提出，鎮軍制度中已經出現押衙一職。執此說的日本學者渡辺孝，是以〈岱岳

觀碑〉中，被視為武周聖曆元年（698）所題的「兗州團練使押牙」趙俊題名為

旁證。69他推測，若團練使早在此時已有押衙，組織型態相似的正規軍鎮軍，也

應該已設置押衙。70然而，趙俊題名雖緊鄰聖曆元年齋醮記，以致金石學者長年

                                                                                                                                               

君墓誌銘并序〉，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開成 033，頁 2192。 

65 渡辺孝推測押衙原為親侍、承命之職。氏著，〈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頁 34。 

66 這類事例甚繁，茲舉一個鮮明的例子。肅宗寶應元年（762），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被疑有異心時，遣押

衙張休臧上陳情書。《舊唐書》，卷 121，〈僕固懷恩傳〉，頁 3483-3487。 

67 《舊唐書》，卷 110，〈王思禮傳〉，頁 3312。 

68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增訂本）》，頁 284-286。 

69 如清代金石學名著《金石萃編》，便將趙俊題名錄入聖曆元年齋醮記。［清］王昶，《金石萃編》（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清嘉慶十年經訓堂刊本影印，收入《歷代碑誌叢書》冊 5），卷 53，頁 16a-16b。

渡辺孝即是根據此書的錄文。 

70 渡辺孝，〈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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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著錄入後者；但仔細觀察拓片，仍可發覺其字跡、大小及書寫方向皆不同。

綜合全碑各則題記資訊判斷，兗州團練押衙趙俊題名，實應繫於建中元年

（780）。71該則題名無法作為安史亂前鎮軍有押衙的證據。加以鎮軍押衙未見

有其他案例，就現存資料可推斷，押衙一職首見於節鎮制度。 

節鎮創設押衙官職，並非純屬偶然的舉動，而有特定制度背景可循。唐後

期軍事制度更迭時，常會因襲部分舊有規範，像是玄宗時期地位漸趨緊要的駐

邊節鎮，設有多種源自行軍制度的官職。以下要討論的總管及押衙，便都屬於

此類，它們是節鎮將「總管四人」「二主左右押衙」逸令付諸實踐的結果。72不

過，節鎮設置總管及新創押衙官職二事，雖同為新舊軍制交會之產物，前者卻

也有催生後者的作用。在此之前，總管是行軍、鎮軍長期存在的實際官職，而

「主押衙」只是繫於總管之上的觀念。押衙之所以能成為獨立官職，受益於總

管一職傳入節鎮。考量到押衙官職發展與總管有密切關係，且行軍、鎮軍未見

前者，但皆有後者案例可供考察，下文要採取一種間接做法。即透過勾勒總管

一職從行軍傳入鎮軍、節鎮的過程，認識節鎮設置押衙時的制度環境，並蠡測

「主押衙」觀念進到節鎮的途徑。 

總管原為行軍出征時統率各軍的臨時性官職，但長期駐邊的鎮軍制度，設

置此職也是行之有年。早在武周聖曆元年（698）河北清夷軍陷於突厥前，該軍

便有「倉曹兼本軍總管」張休光。73而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的《唐六典》，

更明訂鎮軍「五千人置總管一人」；此時各地鎮軍多已劃歸節鎮管轄，74鎮軍總

管一職在節鎮體制中繼續存在著。例如卒於開元二十年的楊景嵩，曾在幽州節

度使轄下的經略軍擔任「總管兼副使」。75開元後期，河西節度使管內也有建康

軍總管薛琛。此人於天寶（742-756）初年，被接連擢為肅州鎮守軍副使、沙州

豆盧軍副使。76建康軍、鎮守軍與豆盧軍均屬河西節度使所統，薛琛在此間遷轉，

是鎮軍副使、總管等職被納入節鎮官職系統的有力證據。 

節鎮不僅能見到鎮軍總管，自身也發展出節度總管一職。就現存零星記載

                                                 
71 詳參拙稿，〈〈岱岳觀碑〉錄文與考釋〉（未刊稿），頁 6-8。 

72 《通典》，卷 148，〈兵典‧兵一〉，「今制」條，頁 3794。 

73 万俟餘慶，〈大唐故清夷軍倉曹兼本軍總管張君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下）》，開元 409，頁

1438。 

74 《唐六典》，卷 5，〈尚書‧兵部〉，頁 157-159。 

75 王琦，〈弘農楊府君墓誌銘〉，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輯 6，頁 53-54。 

76 〈大唐故瓜州長史贈慈州刺史薛府君墓誌銘并序〉，《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頁 644-645。 



第二章 藩鎮押衙的淵源與官職傳布 

17 

 

觀之，該職在安史亂前有濃厚軍事性質。像是開元中期朝廷「方欲剪滅戎狄」，

積極以朔方軍抗衡突厥之際，使將門虎子臧敬廉「充朔方節度總管」。77天寶元

年，河西節度使分兵夾擊吐蕃軍時，令「節度惣管李朱師等領兵八百騎，亢其

下」；「又使節度惣管唐朝英等」，「偽奔」誘敵入伏。78事實上，這類與戰事

密切相關的總管官職不止見於節鎮，在其他常駐邊境的軍制中也能看到。相當

早的例子如先天元年（712），剡縣令趙慈劼被廣州都督召去討伐武陵蠻，此任

務是臨時性的，他在事後仍須返回崗位；趙慈劼最終病逝於歸途，撰於開元三

年的墓誌將討伐事記作「召為節度總管」。79此時嶺南其實尚未建節度使，可見

節度總管一職很早便已頗為人知。另外一例則見於開元八載，唐軍與契丹交戰

時，玄宗親遣禁軍李永定「充兩蕃使薛泰下總管」。80是時，薛泰的主要官職是

安東都護。81要言之，玄宗朝的節度使、都督府及都護府制度中，均存在戰時設

置總管領軍的現象，例證廣見於西北、南方及東北。 

此外，從節度總管還分化出「衙前總管」，就如同行軍總管特化出「主押

衙」者。「主押衙」職為在內領軍護衛統帥，衙前總管顧名思義，也是這類與

統帥關係親近的將職。該職首見於安史之亂爆發初期。至德元載（756），河南

濮陽人尚衡起兵討伐安祿山，其所署牙將王栖曜以顯赫戰功，晉升為衙前總管。

82同年，元帥哥舒翰統領大軍於潼關備敵，卻遭宰相楊國忠遣心腹率軍提防，傳

聞哥舒翰「令衙前總管叱萬進追軍」，成功解除這次威脅。83觀此二例，王栖曜

與尚衡同鄉，是後者起義夥伴王奇哲的幼弟，84又頗有將才，想必備受尚衡親信、

重用；而叱萬進則於緊要之際擔當重任，應該也頗為哥舒翰信賴。衙前總管屬

                                                 
77 張驥，〈大唐故正議大夫勝州都督東莞郡開國公臧府君墓誌銘〉，《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頁 602-603。

墓誌記載臧敬廉之後「丁父憂去職」，其父臧懷亮卒於開元十七年，故可知臧敬廉任節度總管在此前。 

78 玄宗朝，〈河西破蕃賊露布〉，《文苑英華》，卷 648，〈露布二〉，頁 3333-3334。這篇露布已知為樊

衡所作，但年代失載。李學東考證為天寶元年河西節度使王倕破吐蕃漁海、游弈等軍事。氏著，〈〈河西

破蕃賊露布〉所見史事探微〉，《唐都學刊》，第 36 卷第 3 期（2020，西安），頁 11-17。 

79 〈大唐越州剡縣令趙府君墓誌銘并序〉，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千唐

志齋新藏專輯，頁 124-125。 

80 〈唐故雲麾將軍左威衛將軍兼青山州刺史上柱國隴西李公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下）》，頁 635-636。 

81 《資治通鑑》，卷 212，玄宗開元八年條，頁 6743。 

82 《舊唐書》，卷 152，〈王栖曜傳〉，頁 4068-4069；［宋］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

（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170，〈王栖曜傳〉，頁 5171-5172；《資治通鑑》，卷 217，至德元載（天

寶十五載）正月條，頁 6951。 

83 《資治通鑑》，卷 218，至德元載（天寶十五載）六月丙戌條，頁 6967，考異引《幸蜀記》。 

84 權德輿，〈故鄜州伏陸縣令贈左散騎常侍王府君神道碑〉，《文苑英華》，卷 894，〈神道碑十二〉，頁

4705-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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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親信將職，殆無疑義。再者於王栖曜的例子中，衙前總管已被納入升遷序列，

可知該職地位不低，且有官職常設傾向；與前述安史亂前節度總管相比，時代

較晚的衙前總管制度發展更顯成熟。 

綜上所述，行軍制度因應戰事任命總管的觀念，在常駐邊境的各種軍制中

均能見到遺緒。就中又以節鎮設置總管的現象最顯著，其一方面接收行軍留鎮

後出現的鎮軍總管；另一方面也直接取法行軍，設有負責領軍作戰的節度總管

與衙前總管。認識前述現象，對於考察「主押衙」觀念傳播有雙重意義。首先

是確認節鎮當時設有多種總管，這樣的制度環境，有利於來自總管一職的「主

押衙」觀念傳入。再者，前述現象顯示出行軍、鎮軍及節鎮制度間的繼承關係，

這對理解玄宗朝前期，制度如何在三種軍制間傳播、變化，具有普遍的參考價

值。況且「主押衙」觀念不僅出現於此時期，尚與總管官職密切相關，此觀念

很可能正是依循總管由行軍傳入節鎮的途徑傳播。要言之，節鎮設置總管的經

過，提示了「主押衙」觀念傳入的動力與機制，反映出節鎮創造押衙官職的制

度背景。 

押衙一職至遲出現於天寶五載（746）。該年王忠嗣就任河西隴右節度使時，

任命王思禮「與哥舒翰對為押衙」；次年十一月，哥舒翰繼任隴右節度使後，

「（王）思禮與中郎周泌為翰押衙」。85同於天寶六載，安西四鎮也有「大將軍

畢思琛為（夫蒙）靈詧押衙」的紀錄。86在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前，

明確可考擔任押衙者僅此四人。不過也有學者提出，磧西節度使早在開元朝已

設押衙。此說根據新疆赫色勒千佛洞出土的一枚殘紙，其上書有「□□節度押

衙特進太常卿」。黃文弼將漫漶文字釋為「磧西」，並因磧西節度使見於史冊

只在開元（713-741）年間，認為此時已經有押衙。87但近年有研究指出，磧西

節度使實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之別稱，並非僅存在於開元朝的另外建制，88故殘紙

                                                 
85 《舊唐書》，卷 110，〈王思禮傳〉，頁 3312。兩《唐書‧肅宗本紀》作「周佖」，但《舊唐書‧王思禮

傳》及《資治通鑑》皆作「周泌」，後者考異所引《肅宗實錄》亦載為「周泌」。兼參《舊唐書》，卷 10，

〈肅宗本紀〉，頁 242-243；《新唐書》，卷 6，〈肅宗本紀〉，頁 157；《資治通鑑》，卷 218，至德元

載（天寶十五載）七月條，頁 6979。 

86 《舊唐書》，卷 104，〈高仙芝傳〉，頁 3205-3206。《舊唐書》謂天寶六載六月，有誤。此條所載高仙

芝與夫蒙靈詧正面衝突，是該年九月高仙芝凱旋後之事。《資治通鑑》謂高仙芝繼任節帥在十二月，只能

確定畢思琛擔任夫蒙靈詧押衙在此前。《資治通鑑》，卷 216，天寶六載十二月條，頁 6887-6888。 

87 黃文弼，〈克孜爾明屋之工作〉，收入黃烈編，《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頁 260-261。劉安志於追溯押衙官職起源時，曾引註此說，氏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頁 63。 

88 劉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軍政體制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 27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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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年難以遽定。且漫漶文字也未必不是「安西」或其他節鎮名稱，殘紙有可能

是天寶以後的文書，抑或他地官員來此的紀錄，不足以作為開元朝已有押衙的

確證。 

然而西北節鎮設置押衙，確實可能溯及開天之際。根據安西四鎮押衙畢思

琛的經歷，他曾事節度使來曜，89至遲於開元二十一年（733）便於當地任職；90

而委其為押衙的夫蒙靈詧，則是在開元二十九年開始節度此鎮。91畢思琛作為宿

將，很可能在夫蒙靈詧上任不久便被任命為押衙；天寶六載（747）只是夫蒙靈

詧卸任節帥、畢思琛不復為押衙的時間。再者，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在天寶

五載移鎮前，節制河東、朔方長達六、七年，92他也許於前面任內已經設置過押

衙。當然以上純屬推測，但藉由考察設有押衙的節帥，以及曾任押衙的將領之

官歷，可進而察覺他們悉數來自「西北軍事集團」。93西北軍事集團是一支以河

西、隴右等西北節鎮為核心，與安祿山所統東北節鎮分庭抗禮的勢力，許多大

將間有著錯綜的人際網絡。考量到節度總管也是首見於朔方、河西，押衙一職

最早出現在西北節鎮大概非屬偶然，而確實是當地軍政環境的產物。至於究竟

是何因素所致，需要日後進一步考察，不過押衙官職萌芽期具有地方性，這個

現象值得先於此提出。 

押衙始設於節鎮時便屬於要職，多以節帥信任且能力出眾的將領充任。此

處先論該職的親信性質。當王忠嗣改任河西隴右節度使時，其實「頗不習其物

情」，「望減於往日」。這種情境下，押衙王思禮既為他過去節度的朔方鎮名

將之子，復又追隨他移鎮河西，94想必是王忠嗣引為心腹的故人。另一名押衙哥

舒翰雖本為河西宿將，進入王忠嗣麾下時間不長，但從王忠嗣快速拔擢他，以

及他對前者的高度忠誠，可推測二人間也有相當信任關係。天寶六載（747）王

忠嗣遭彈劾時，哥舒翰向玄宗「極言救忠嗣」，甚至「聲淚俱下」，「朝廷義

                                                 
89 《舊唐書》，卷 114，〈來瑱傳〉，頁 3364。 

90 來曜開元十八年為「安西副都護、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而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

安西四鎮節度」。分參《舊唐書》，卷 114，〈來瑱傳〉，頁 3364；［宋］王溥撰，楊家駱主編，《唐會

要》（臺北：世界書局，1974 四版），卷 78，〈諸使中‧節度使〉，頁 1429，「安西四鎮節度使」條。 

91 ［清］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8，頁 1244；《舊唐書》，卷 104，〈封

常清傳〉，頁 3207-3208。 

92 《舊唐書》，卷 103，〈王忠嗣傳〉，頁 3198-3200。 

93 哥舒翰所統河西、隴右「西方二師」，與安祿山所統范陽、平盧、河東「東北三師」相對立的概念，見黃

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 314-348。不過天寶五載、六載

時，河東、朔方仍然傾向哥舒翰集團。 

94 《舊唐書》，卷 103，〈王忠嗣傳〉，頁 3199；同書卷 110，〈王思禮傳〉，頁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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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壯之」。95至於安西四鎮押衙畢思琛在當地任職超過十年，應該與節帥夫蒙靈

詧累積相當的信賴基礎。故他明知夫蒙靈詧曾高度賞識、提攜當地名將高仙芝，

仍甘冒風險構譖後者，且最後未因此獲罪。96 

再者，押衙是以具軍事才能者充任的官職。雖然前述四位擔任過押衙的將

領，即哥舒翰、王思禮、周泌與畢思琛，只能見到在其他軍職任內的作戰紀錄，

押衙本身或非在外征戰之職，但該職無疑仍屬軍職。曾任押衙的將領皆以軍事

才能著稱，職涯率多順遂，且日後頗有榮膺節帥重任者。這方面最顯明的例子

便是哥舒翰，他戰功彪炳，在王忠嗣到任次年便已升為隴右節度副使，兼都知

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且於當年即繼任節帥。97曾與哥舒翰「對為押衙」的王

思禮仕途雖不到如此順暢，但也在前者麾下續任押衙，後以戰功「充關西兵馬

使，兼河源軍使」，98亦即哥舒翰成為節帥前擔任過的職位。安史之亂爆發後，

兩人先後承擔率領西北軍事集團力挽狂瀾的重任。唐廷先是以哥舒翰為元帥，

統領「隴右精銳」禦敵；又在哥舒翰大敗於潼關後，改以王思禮擔任關內行營

節度，接管「河西隴右伊西行營」軍隊。王思禮日後屢立大功，並榮膺河東節

度使之職。99至於曾任哥舒翰押衙的周泌，在安史亂時也已是位高權重的河西兵

馬使。當「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而「爭自立、相攻

擊」時，玄宗更指派周泌繼任當地節帥，與都護合作「招其部落」。100曾任安

西四鎮節帥夫蒙靈詧押衙、此時業已入朝的畢思琛，則是被玄宗派赴東都洛陽

組織團結兵。101由是觀之，玄宗對其才能及忠誠度大概深信不疑；不過畢思琛

很快投降，甚至同亂軍將領武令珣攻下南陽節度使魯炅的營柵。102無論如何，

天寶五載（746）、六載擔任押衙的四人，在天寶十四載皆已是獨當一面的重將，

於大亂中盡顯其軍事才能。 

此外，安史亂前的押衙還有兩個特色值得注意。首先，王忠嗣就任河西隴

右節度使時，使王思禮「與哥舒翰對為押衙」；待哥舒翰繼任節帥，「思禮與

                                                 
95 《舊唐書》，卷 104，〈哥舒翰傳〉，頁 3211-3212；《新唐書》，卷 135，〈哥舒翰傳〉，頁 4573。 

96 《舊唐書》，卷 104，〈高仙芝傳〉，頁 3205-3206。 

97 《舊唐書》，卷 104，〈哥舒翰傳〉，頁 3211-3212。 

98 《舊唐書》，卷 110，〈王思禮傳〉，頁 3312-3313。 

99 除前引哥舒翰兩《唐書》本傳、《舊唐書‧王思禮傳》，復參《新唐書》，卷 147，〈王思禮傳〉，頁 4749-4750。 

100 《資治通鑑》，卷 218，至德元載（天寶十五載）七月條，頁 6979；《舊唐書》，卷 10，〈肅宗本紀〉，

頁 242-243。 

101 《資治通鑑》，卷 217，天寶十四載十月庚午條，頁 6935-6936。 

102 分見《舊唐書》，卷 114，〈來瑱傳〉，頁 3364-3365；同書，卷 114，〈魯炅傳〉，頁 3361-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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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郎周泌為翰押衙」。103從二組軍將「對為押衙」的說法來看，節鎮可能起初

便置押衙二員，與逸令所載總管「二人分主左右押衙」相合。再者，此時期的

四位押衙，史冊皆言其「為（節帥姓名）押衙」，和安史亂後押衙被記作「（藩

鎮名）押衙」迥異。固然，押衙在唐後期一直被視為具親信意味的官職，104這

種性質可謂深烙於其職名中，「押衙」一詞本指擔當與統帥相關的職務；不過

「為（節帥姓名）押衙」的說法，仍反映該職在安史亂前，從屬於節帥的性質

更為鮮明。 

安史亂前節鎮押衙案例寡少，已知的哥舒翰、王思禮、周泌與畢思琛，擔

任此職時間似也不長。前文將他們於任外的經歷一併納入考察，以揣測押衙官

職性質，難免有證據力不足之隱憂。但整體而言，安史亂前節鎮押衙是具親信

性質的重要軍職，此論點應無太大疑義，因為這大略符合學者對唐後期藩鎮押

衙的觀察，105也與安史亂前節鎮的總管性質相似。前文業已論證，節度總管與

戰事密切相關，衙前總管親近統帥且地位不低；總管官職從行軍傳至節鎮，略

有常設化、親信化的傾向，節鎮押衙性質即切合此趨勢。有鑑於總管、押衙性

質之相似及淵源關係，本節最後還要關注總管性質的另一轉向，替押衙日後職

務演變提供參照。 

總管官職從行軍傳入節鎮時，吏職性質也逐漸增加。這個傾向在記載日本

行軍制度的《養老令‧軍防令》隱然已有預示，其「將帥出征」條中，將唐之

「總管」轉譯為「錄事」。九世紀前期敕編的《令義解》註曰：「軍曹者，大

主典也。錄事者，少主典也。」106是知錄事屬於典掌軍政之職，地位次於軍曹。

《養老令》以此職代換總管，意味日本已有將總管理解為吏職的傾向。而這種

吏職化傾向，伴隨唐後期軍政制度變遷，也反映在本土的總管官職上。在常駐

邊境、軍政合一的鎮軍制度中，總管不再只是出征軍的臨時主帥，而開始分擔

軍事以外的吏職事務。例如清夷軍早在武周聖曆元年（698），便以倉曹參軍兼

任總管，並讓初仕的張休光充任。107開元（713-741）時期任河西建康軍總管的

                                                 
103 《舊唐書》，卷 110，〈王思禮傳〉，頁 3312。 

104 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頁 230-231。 

105 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頁 228-233、235-236。 

106 《令義解》，卷 5，〈軍防令〉，「將帥出征」條，頁 188-189。唐令總管相當於《養老令》錄事一事，

利光三津夫曾簡單提及。氏著，〈続律令考三題〉，《法學研究》，第 50 卷第 10 號（1977，東京），頁

14-15。 

107 万俟餘慶，〈大唐故清夷軍倉曹兼本軍總管張君墓誌銘并序〉，頁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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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琛亦非純為武人，他先是以「營田功」為將，其後「用韜鈐破敵」而成為總

管。108安史亂後，節度總管也有明顯吏職化傾向。如山南西道的卜璀在貞元

（785-805）末年，被署為「節度總管充車坊使及知征馬五屯」，是以總管身分

兼管庶務，其總管職銜已無軍將性質。109總管一職與押衙密切相關，其性質變

化趨勢預示了押衙的命運。約於九世紀後半，押衙出現類似的從事庶務傾向，

渡辺孝對此論之甚詳，110茲不贅述。這裡只是要強調，安史亂前節鎮押衙的性

質，大致與日後藩鎮押衙相似；惟其軍事與親信性質更為濃厚，尚未顯露「階

官化」趨勢。 

三、押衙設置的擴散與成熟 

前文已析論天寶（742-756）初年西北節鎮押衙的制度背景與官職性質，接

下來要考察該職在安史亂後傳布的經過。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爆發後，形成藩

鎮分立格局，但押衙官職未受疆界囿限，反倒迅速擴散，為各地節帥主動採納。

究其原因，可能與當時一個全國性的軍事文化，亦即「牙將」廣泛受到重視的

現象有關。本節會先概述這一軍事文化背景，而後重構押衙官職傳布全國的機

制與進程。 

牙將顧名思義，是泛指統領牙軍、亦即親衛軍的將領，其職責為保護節帥

及守衛腹地。111安史亂後藩鎮林立，節帥不僅與唐廷及鄰近藩鎮關係緊張，和

內部支州也可能爭權不睦。112有鑑於防守會府腹地的需求提升，許多藩鎮圍繞

重要機構建起牙城，並組織以牙將統領的親衛軍。牙將職責是如此緊要，故多

以節帥親信充任，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便以繼承人劉稹、從子劉匡周、孔

目官王協與家奴李士貴等為之。需要注意的是，該例中「分將牙兵」的劉稹等

人其實各有正式職銜，像是牙內都知兵馬使、押牙親事兵馬使與使宅十將兵馬

                                                 
108 〈大唐故瓜州長史贈慈州刺史薛府君墓誌銘并序〉，頁 644-645。 

109 盧子政，〈唐朝散大夫檢校太子詹事襄州節度押衙兼管內諸州營田都知兵馬使及車坊使卜府君墓誌銘并

序〉，《唐代墓誌彙編（下）》，長慶 015，頁 2069-2070。 

110 渡辺孝，〈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頁 36-48。 

111 堀敏一，〈藩鎮親衛軍的權力結構〉，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

華書局，1992），卷四《六朝隋唐》，頁 588-592。 

112 可參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大化書局，1978）；張達志，《唐代後期藩鎮與

州之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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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113但這些官職皆可泛稱為牙將。不僅是專職統領親衛軍者，許多與節帥關

係親近、地位較高，因而稍有保護節帥責任的將領，也會在較廣義層次上被稱

為牙將。如兵馬使、虞候與押衙，即使職銜未冠有「牙內」、「親事」、「使

宅」等，並不屬於親衛軍將領時，史冊仍可能以牙將代稱。114 

兵馬使、虞候與押衙三類軍職中，又以押衙與牙將關係最為深刻。南宋士

人程大昌曾指出，在魏博鎮典總牙兵者，「其結銜名為押衙」。115若從此說，

押衙無疑是最典型的牙將。其實程大昌的論點頗有瑕疵，典總牙兵者未必是押

衙，如前述昭義軍便以牙內都知兵馬使為之；安史亂後藩鎮押衙也未必典總牙

兵，外鎮軍將可兼任押衙充分說明了這點。116不過押衙官職尚於萌芽階段時，

確實符合牙將的概念，行軍的總管「主押衙」是在內領軍護衛主帥，安史亂前

節鎮押衙也是具親信性質的重要軍職。押衙、牙將、牙軍等詞皆有「牙」字並

非偶然，究其根源它們都來自牙旗，也就是統帥權威的象徵；這類詞彙被創造

且流行，反映的是節帥強化個人權力的需求。該需求提升是肇因於全國軍政結

構的變化，在藩鎮分立格局中，節帥格外需要親信將領及軍隊，以確保能長期

維持地方穩定。 

牙將受到重視緣於軍政結構變化，因此這是個明顯有時間性的現象。幾乎

所有被稱為牙將的紀錄皆見於唐後期，僅有五例出現在安史亂前。亦即天寶五

載（746）的河西隴右節度押衙哥舒翰、次年的安西四鎮節度押衙畢思琛、玄宗

朝（712-756）的安西衙將劉文樹，以及被杜牧稱為朔方「牙門都將」的李光弼、

郭子儀。117在此之前固然也有被視為「心腹」而領軍者，118卻未出現牙將一類

                                                 
113 可參堀敏一，〈藩鎮親衛軍的權力結構〉，頁 610-615 的討論。 

114 例如曾被称為牙將的崔寧是劍南鎮兵馬使，李自良是河東軍節度押衙，嚴礪是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崔

寧事並參《舊唐書》，卷 117，〈崔寧傳〉，頁 3397-3398；［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

中華書局，1994），卷 412，〈將帥‧得士心〉，頁 4901。李自良事參《舊唐書》，卷 146，〈李自良傳〉，

頁 3957。嚴礪事並參《舊唐書》，卷 117，〈嚴礪傳〉，頁 3407-3408；《新唐書》，卷 144，〈嚴礪傳〉，

頁 4709 及《資治通鑑》，卷 230，興元元年三月條，頁 7419。 

115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萬曆四十五年鄧漢刻本），卷 2，頁 49。 

116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頁 99。 

117 哥舒翰事見《舊唐書》，卷 104，〈哥舒翰傳〉，頁 3211-3212；《新唐書》，卷 135，〈哥舒翰傳〉，

頁 4573。畢思琛事見《新唐書》，卷 135，〈高仙芝傳〉，頁 4578。劉文樹事見［唐］鄭綮，《開天傳信

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宋《百川學海》輯本影印，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冊 7），

頁 10b；李光弼、郭子儀事見［唐］杜牧撰，吳在慶繫年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8），卷 6，〈張保皐鄭年傳〉，頁 672-675。 

118 如［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1981。宋紹興本），卷 71，〈朱儁傳〉，頁 2313；［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晉書》（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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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親信性質的職稱。將武職的親信性質，表現在押衙、衙前兵馬使等職銜上，

致使武職出現牙將這種類別，應是唐代的新發明。而且唐後期對於牙將的重視，

已經提升到觀念層次，史冊常直書「牙將」。史家捨棄正式職銜而以牙將概括

稱之，顯示牙將作為武職的一種類別深植人心。再者，史家似乎預設讀者明白

牙將具親信意涵，刻意凸顯逐帥或被亂兵推舉者的牙將身分，使讀者意識到其

間反差。這類記錄繁多，牙將逐帥幾成史書套語。119綜上所述，牙將在唐後期

的制度及觀念中深受重視，蔚為全國性的軍事文化，而這一文化，正是由押衙

官職出現率先揭開序幕。 

在唐後期重視牙將的軍事文化中，押衙一職很快從西北節鎮向全國擴散開

來。其傳播進程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是九年的安史之亂時期（755-763），亦即

大體為肅宗朝的階段，西北以外的沿邊藩鎮開始設置押衙。河北在亂事爆發之

初已有押衙，至德元載時（756），押衙劉旻在戰役中救下大將蔡希德。120安祿

山轄境於此時出現押衙，或與曾任安西四鎮押衙的畢思琛投誠有關。121朔方鎮

實例則首見於寶應元年（762），節帥僕固懷恩遣押衙張休臧上陳情書。122至於

河東鎮，儘管實例遲至大曆五年（770）方出現，123但當地設置押衙應不晚於乾

元二年（759），該年曾任河西隴右押衙的王思禮開始節度河東。124其實朔方、

河東設置押衙可能早於安史之亂，因為首於河西隴右設置押衙的節帥王忠嗣，

在天寶五載（746）前統領此地多年。然而出於謹慎，這裡仍將朔方、河東納入

押衙傳播的第一階段。時至上元（760-761）年間與寶應元年，荊南節帥呂諲與

劍南西川節帥嚴武，也相次設置了押衙。125 

押衙傳播第一階段的特色之一在於，儘管當時已建許多內地藩鎮，但押衙

                                                                                                                                               

鼎文書局，1980。金陵書局本），卷 37，〈閔王承傳〉，頁 1104-1105；［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

《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45，〈裴叔業傳〉，頁 1645-1646。［唐］魏徵等撰，楊家駱主

編，《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43，〈河間王弘傳〉，頁 1211；卷 50，〈宇文慶傳〉，頁

1313-1314。 

119 簡單舉幾個逐帥的牙將，如《新唐書》，卷 82，〈代宗諸子‧昭靖太子邈〉，頁 3622，淄青鎮李懷玉；

《舊唐書》，卷 11，〈代宗本紀〉，頁 306，昭義鎮裴志清；《新唐書》，卷 101，〈蕭遘傳〉，頁 3961，

武寧軍時溥；《資治通鑑》，卷 235，貞元十六年四月條，頁 7587，黔中鎮傅近；同書卷 236，貞元十九

年二月己亥條，頁 7600，安南鎮王季元。 

120 《資治通鑑》，卷 218，至德元載五月條，頁 6964，考異所引《河洛春秋》。 

121 《舊唐書》，卷 114，〈來瑱傳〉，頁 3365。 

122 《舊唐書》，卷 121，〈僕固懷恩傳〉，頁 3483-3487。 

123 《舊唐書》，卷 146，〈李自良傳〉，頁 3957。 

124 《舊唐書》，卷 110，〈王思禮傳〉，頁 3313。 

125 分見《冊府元龜》，卷 422，〈將帥‧任能〉，頁 5028；《舊唐書》，卷 117，〈嚴震傳〉，頁 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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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卻集中於沿邊藩鎮。原因可能是這些藩鎮多建於安史亂前，軍事文化與最

早設押衙的西北節鎮較接近。唐後期各地軍事文化異同的課題，並非此處所能

全面探討，但從節帥背景可以先稍窺一二。前述較早任命押衙的節帥，除了河

北安祿山外，悉數出身西北軍事集團。河東節帥王思禮曾任河西隴右節帥王忠

嗣的押衙，固不待言；朔方節帥僕固懷恩亦「歷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126荊

南節帥呂諲與劍南西川節帥嚴武，則是曾擔任哥舒翰在河西隴右的判官。127他

們皆應熟知王忠嗣、哥舒翰於河西隴右任命押衙之事。透過安史亂間將領流動，

西北節鎮的軍事文化及押衙設置，因而向其他沿邊藩鎮擴散。 

押衙傳播的第二階段是安史亂終至代宗去世（763-779），大致上即為代宗

朝。當時設置押衙已經蔚然成風，在軍政環境較不同的內地藩鎮也紛紛湧現。

例如大曆十一年（776）有涇原押衙馬頔、次年有永平軍押衙劉洽、大曆（766-779）

末年有澤潞押衙王虔休、淮西押衙張惠光。128這些藩鎮設置押衙，可能仍與當

時節帥的背景有關，他們大多來自西北或東北軍事集團。像是涇原節帥馬璘自

開元末年從戎安西，澤潞節帥李抱真的家族出身於河西，淮西節帥李忠臣長年

供職於幽州，129故他們對押衙官職應不陌生。但這些藩鎮畢竟位於內地，且建

立於天寶十四載（755）後，軍事氛圍不比沿邊節鎮濃厚。於茲設置原有強烈軍

事性質的押衙一職，仍具有文化傳播意義。 

押衙設置於軍事性質較稀薄地區的現象，在第三階段的德宗朝（779-805）

更趨明顯，當時觀察使藩鎮及東都也出現押衙。如貞元三年（787）有陝虢觀察

押衙唐英岸、貞元十三年有陝虢觀察右押衙張忠義；130元和（805-820）末年有

邕管經略押衙譚叔向、容管經略押衙楚繼吾、蔡少卿。131儘管部分地域較晚方

能見到押衙實例，但就牙將受重視的整體文化趨勢來看，應無須拘泥於此，可

以推測其設置押衙不會晚於德宗朝。觀察、經略使藩鎮押衙實例容易較晚出現，

                                                 
126 《舊唐書》，卷 121，〈僕固懷恩傳〉，頁 3477。 

127 分見《舊唐書》，卷 185 下，〈呂諲傳〉，頁 4823；卷 117，〈嚴武傳〉，頁 3395。 

128 以上四例，依序見於《資治通鑑》，卷 225，大曆十一年十二月丙申條，頁 7240；同卷，大曆十二年十

月條，頁 7248；《舊唐書》，卷 132，〈王虔休傳〉，頁 3650-3651；卷 145，〈李希烈傳〉，頁 3943。 

129 《舊唐書》，卷 102，〈馬璘傳〉，頁 4065-4066；卷 132，〈李抱玉傳〉，頁 3645；卷 145，〈李忠臣

傳〉，頁 3939-3940。 

130 分見《資治通鑑》，卷 232，貞元三年正月丙午條，頁 7478-7479；劉昕，〈唐張忠義墓誌考釋〉，《中

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23 卷（2019，天津），頁 193-199。 

131 分見柳宗元，〈代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文苑英華》，卷 643，〈雜奏狀〉，頁 3301；元稹，

〈贈楚繼吾等刺史制〉、〈蔡少卿兼監察御史制〉，［唐］元稹撰，楊軍編年箋注，《元稹集編年箋注（散

文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頁 474-476、43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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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與資料性質有關，他們不像節度押衙較常參與戰事，故少見於史冊，多僅

出現在唐人文章中。至於兩京之一的東都設置押衙，也遠早於過去所知的元和

八年。132早在貞元九年，東都留守杜亞便以辛廣兼任都知兵馬使、都虞候與都

押衙，時人譽為「三公之遇」。133這顯示東都留守的軍府系統，至遲在當時也

已經相當完備。 

以上概述押衙官職於藩鎮層級擴散的進程，接著要觀察該職邁向成熟的另

一指標，亦即「都押衙」的普遍設置。134都押衙首先見於安史亂間的行營，上

元二年（761），江淮都統副使李藏用迎戰劉展時，以「都押衙高幹為右軍，左

押衙楊履和、都虞候魏守寂佐之」。135在建中三年（782）朝廷主導組建的行營

中，德宗也將郭曙任命為行營兵馬元帥都押衙。136至於藩鎮設置都押衙則似乎

較晚，是代宗朝的發展。在大曆九年（774）有平盧節度都押衙許皎，次年有河

東節度都押衙蘇日榮，至大曆十三年，興鳳都團練使之下也可見到都押衙□琦。

137都押衙官職形成可能得益於都虞候的引導作用，後者於肅宗朝初年業已出

現。早在至德二載（757），元帥廣平王麾下便有都虞候管崇嗣；上元元年九月，

郭子儀都統諸道兵馬，肅宗也詔以烏崇福、王兟充左、右廂都虞候。138都虞候

一職形成如此之早，或許是轉化自行軍制度中位高權重的虞候總管。而在都虞

候出現不久後，與之相對的都押衙也就繼踵而生。 

押衙官職成熟的又一指標是，不僅各地藩鎮皆設有該職，藩鎮內部次級組

織如軍鎮、支州，乃至獨立性較強的防禦州也逐漸設之。現存最早的軍鎮押衙

實例，是卒於貞元十八年（792）的幽州唐興軍押衙鄭玉。他遷至此職前，已於

                                                 
132 程存潔，《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50-54。 

133 穆員，〈唐東都留守都知兵馬使兼都虞候都押衙四軍教練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隴西郡開

國公辛公墓誌銘并序〉，齊運通編，《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299。 

134 馮培紅首先指出都押衙出現，意味押衙官職體系漸趨成熟。氏著，〈晚唐五代宋初歸義軍武職軍將研究〉，

頁 100-101。 

135 獨孤及，〈為江淮都統使奏破劉展兵捷書表〉，［唐］獨孤及撰，劉鵬、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瀋

陽：遼海出版社，2006），卷 5，頁 105-107。 

136 《舊唐書》，卷 120，〈郭曙傳〉，頁 3471。 

137 分見《冊府元龜》，卷 129，〈帝王‧封建〉，頁 1554；〈唐故武氏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下）》，

大曆 041，頁 1786；〈□震經幢〉，王昶，《金石萃編》，卷 66，頁 20b-25b。 

138 分見《舊唐書》，卷 128，〈顏真卿傳〉，頁 3591；《冊府元龜》，卷 122，〈帝王‧征討二〉，頁 1459-1460。

有一說李光弼於天寶初年即任朔方都虞候，但安史亂前「三都」僅此一例，從相關制度演化的趨勢來看，

較可能是誤記。見《舊唐書》，卷 110，〈李光弼傳〉，頁 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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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軍擔任左虞候、都虞候逾三十年。139是知幽州內部軍鎮在廣德元年（763）安

史之亂結束前，已經有較複雜的使職系統。押衙官職早在安史亂初已見於河北

藩鎮，而唐興軍於肅宗朝末年既有左虞候，押衙出現應也不晚於代宗朝

（762-779）。一般支州與防禦州押衙同樣首見於代宗時期。山南西道支州巴州

刺史于邵，在大曆五年（770）曾遣郭姓軍事押衙赴京，奉還朝廷賜物。140而屬

於防禦州的同州，則在大曆年間（766-779）有蕭姓防禦押衙；晉州在元和十五

年（820）有防禦押衙李景伏。141支州及防禦州設有押衙等軍職的背景，是唐廷

在安史亂後推動的州郡軍事化。代宗朝曾一度讓刺史例兼團練使，試圖強化州

郡武力以制衡藩鎮，應該正是在當時州郡軍院發展的趨勢中，州級軍事押衙大

量出現。142 

由於藩鎮內部軍鎮、支州有自己的使職系統，節帥軍府與這些次級組織構

成了雙層的使職系統。節帥可讓部下兼任於兩個層級的系統間，以強化個人對

支州及軍鎮的控制力。143其中一種做法是讓外職官員兼節度押衙，像是在河朔

藩鎮相當常見的，以支州刺史兼領節度押衙頭銜；144或如長慶（821-824）初年

的容管鎮，以左押衙兼右廂兵馬使康昇讓兼充欽州鎮遏使。145相反的方式則是

以藩府將職兼任外鎮押衙，例如元和四年（809）張君平以成德節度十將，兼充

樂壽鎮遏都知兵馬使的押衙；或如卒於大和元年（827）的武言，曾以河東節度

散將兼奉誠軍押衙。146押衙兼任於雙層使職系統的現象，前人早有說明；惟其

關注節帥軍府與次級組織間的權力結構，對案例中擔任押衙者的遭遇較無著

墨。本節最後想藉盧翊墓誌對此稍作補論。 

盧翊出身於范陽盧氏北祖大房，在貞元（785-805）年間，被署任為「都押

衙同節度副使、泗州都團練兵馬使」。誌文說辟署者是「昭義軍行營都總使亞

                                                 
139 〈唐莫州唐興軍都虞候兼押衙試鴻臚卿鄭府君墓誌銘〉，《唐代墓誌彙編（下）》，貞元 128，頁 1931-1932。 

140 于邵，〈謝賜銀器及疋帛等表〉，《文苑英華》，卷 594，〈謝茶藥表 果子綵帛附〉，頁 3082。 

141 分見〈蕭君墓誌〉、〈大唐故隴西郡李公墓誌銘〉，《唐代墓誌彙編（下）》，永貞 004，頁 1943-1944；

元和 128，頁 2039-2040。 

142 陳志堅，《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頁 105-124。 

143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頁 86。 

144 例見張秋升、姜欣玥，〈房山石經題記所見幽州盧龍節度使府軍將──以押牙和虞候為中心〉，頁 9-11。 

145 白居易，〈康昇讓可試太子司議郎知欽州事兼充本州鎮遏使等制〉，［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

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 14，頁 714-717。 

146 分見劉伸，〈唐故清河郡張府君夫人安定郡胡氏合祔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081，

頁 2310-2311；〈唐故節度散將騎都尉試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奉誠軍押衙太原武府君墓誌并序〉，殷憲，《大

同新出唐遼金元志石新解》（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頁 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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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兼泗州刺史、淮南節度泗州留後使張公」，147乍看似指長年鎮守泗州的張伾。

此人在建中年間「以澤潞將鎮臨洺」，而後「以功遷泗州刺史」，至貞元十六

年改為本州留後。148但此事存在兩大疑點，首先是張伾從未擔任節度使，如何

能將盧翊任命為同節度副使？其次是誌文將張伾十幾年官歷一併列出，筆法相

當奇怪。事實上，盧翊的真正幕主是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誌文所言「幸公親

賢，屈以副貳」，後句正是指涉身為節度使的張建封，將盧翊任命為「同節度

副使」；前句其實也並非虛辭，張建封素有「親賢」美名，史載「天下名士嚮

風延頸」，連韓愈也曾任職其幕中。149盧翊出身盛族，大概是因張建封招攬才

拋棄清途。貞元四年，張建封赴徐泗濠鎮擔任節帥，當時張伾已在運河要道泗

州深耕長達八年。可能是為了牽制張伾，張建封將盧翊署為心腹要職都押衙，

並派赴泗州軍府任都團練兵馬使。但張建封此舉似乎效果不彰，他去世於貞元

十六年，而後徐州軍擁戴其子張愔繼任，此時盧翊竟然隨張伾一同來鎮壓。150更

驚人的是，貞元二十年盧翊去世後，其墓誌甚至刻意扭曲事實，將辟署之恩歸

於張伾；特將張伾官歷悉數列出，以致欲蓋彌彰。盧翊的經歷顯示，儘管節帥

使外鎮軍將兼任軍府押衙，是為了延伸自己的影響力；但被署任者赴任後仍有

能動性，有可能反而親近地方刺史或鎮將，脫離節帥的掌控。 

小 結 

押衙是唐後期極常見的官職，不僅為藩鎮及其次級機構普遍設置，也見於

中央禁衛軍與北衙諸司。151這個現象相當奇特，因為安史亂後呈現「去中心化」

格局，地方機構設置官職是因地制宜，而非唯朝廷命令是從。更何況押衙官職

本非朝廷所創造，而是西北節鎮的發明。該職能從邊陲迅速傳布全國，廣為各

地藩鎮及唐廷採納，必有其獨到之處。因此，本章對押衙官職形成與傳播的過

                                                 
147 呂周任，〈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子兼監察御史盧公墓誌銘并序〉，《唐

代墓誌彙編（下）》，貞元 133，頁 1935。編者誤在張公頭銜「淮南節度」後加頓號。 

148 分見《舊唐書》，卷 187 下，〈張伾傳〉，頁 4908-4909；卷 140，〈張建封傳〉，頁 3832-3833。 

149 《舊唐書》，卷 140，〈張建封傳〉，頁 3830-3832。 

150 〈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子兼監察御史盧公墓誌銘并序〉，頁 1935，「時

因徐方驛騷，戰伐殊等，詔授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子，報功也；尋以本

官兼監察御史，掄才也」。 

151 可參劉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頁 66-68。惟其推測中央其他軍政機構也有押衙，並無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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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行考察，並闡釋它是如何得益於唐後期的軍事制度變遷。 

「押衙」詞彙首見於開元（713-741）晚期的行軍規定，是行軍總管特化出

的二類職務之一。原先六軍總管中，僅二位「主虞候」在外監察之職；但行軍

縮減為四軍後，「主押衙」觀念因而相對於「主虞候」發展出來，指涉在內護

衛統帥之職。儘管行軍制度不久相繼為鎮軍、節度使制度取代，「主押衙」觀

念卻如總管官職一般得到繼承。且它切合於節鎮制度中，統帥長期鞏固權力的

需求，故在開天之際的西北節鎮，被轉化為獨立職名，是一種具親信性質的重

要軍職。 

安史亂後，押衙官職很快從西北節鎮傳布全國。其進程可分為三階段：一、

安史亂間（755-763）：押衙多見於開元沿邊節鎮，中央性質的行營始設押衙與

都押衙；二、亂後的代宗朝（764-779）：新建內地藩鎮皆有押衙、都押衙，內

部支州、軍鎮也出現押衙；三、德宗朝（779-805）：觀察使藩鎮及東都至遲於

此時有押衙。該職在前兩個階段的傳播動力，主要是大亂後西北節鎮人員向外

流動；其後更得益於唐後期重視牙將的風氣，乘勢向社會文化背景迥異地區傳

布。 

綜上所述，「押衙」詞彙之所以能首見於行軍規定，卻在節鎮體制被實踐，

一方面是唐後期軍事制度更迭同時，制度間仍有很高的延續性；另一方面是節

鎮制度相對於行軍，統帥格外需要長期維持權力。再者，伴隨安史亂後節鎮制

度推行至各地，西北軍將僚佐人員與牙將之風氣進而向全國流動、擴散。押衙

官職正是依循制度演化、觀念風行兩條脈絡，在唐後期軍政結構變遷中蓬勃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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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禁軍押衙的設置與宦官政治 

  唐代制度的特色之一是中央集權，地方各級機構所設官職與員額皆詳訂於

典章，任命權也握於朝廷之手。1因此，一個新官職的設置，按理應是由上而下

推行至全國；不過唐後期押衙一職傳播的方向卻正好相反，該職是西北節鎮在

玄宗時期（712-756）所創，安史亂後才為禁軍採用。2如此特殊的設置經過，是

本章以禁軍押衙為題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則在於這個官職後來被宦官

集團把持與利用。3宦官憑恃禁軍兵權，高度干預內、外廷事務，形成所謂「宦

官政治」，4是唐後期的一大變局。而宦官政治運作的具體情狀，正可從禁軍押

衙選任中稍事觀察。是故，本章試圖考察禁軍押衙設置的動機與經過，以及該

職在宦官政治中的樣態，從而窺探藩鎮、外朝與宦官，在唐後期制度變遷中所

扮演的角色。 

  押衙在藩鎮是一種具親信性質的將職，常與其他官職相互兼任，學者對此

論之已詳；5相較之下，押衙在禁軍的情況卻不明朗，目前僅少數論文稍加觸及。

最早是在一篇補論唐、五代押衙官職的文章中，劉安志揭示了宦官所掌禁軍及

北衙諸司中設有押衙之事。6而後長年關注宦官使職系統的趙雨樂，也提出對禁

軍押衙性質與職務的觀察，他認為北衙禁軍及諸司倚賴分層組織以處理大量事

務，而文職判官與武職押衙就是中層官員的代表；這些官職不僅肩負實務，也

是宦官子弟入主軍政的要途。7趙雨樂雖將禁軍與北衙諸司相提並論，但其見解

                                                 
1 唐前期府州縣、都督府、都護府乃至鎮戍的官職及員額，詳載於《唐六典》中。［唐］李林甫等撰，陳仲

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30，〈三府督護州縣官吏〉，頁 740-757。地方官員

任命權收歸中央的問題，則可參濱口重國，〈所謂隋的廢止鄉官〉，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

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四《六朝隋唐》，頁 315-333。 

2 劉安志最早指出禁軍與北司亦設有押衙。氏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16 期（1998，武漢），頁 66。押衙官職出現在西北節鎮的時間與經過，則參本文第二章，〈藩鎮押衙

的淵源與官職傳布〉。 

3 趙雨樂，〈唐代宦官機構衙屬考〉，收入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1999），頁 632-635。 

4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1-2。 

5 最主要可參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收入氏著《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

頁 228-233、235-236；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99；渡辺孝，〈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社會文化史學》，第 28 卷（1991，茨城），

頁 33-55。 

6 劉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頁 66-67。 

7 趙雨樂，〈唐代宦官機構衙屬考〉，頁 62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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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於對後者的考察；黃樓則更聚焦於神策軍使職系統，著重闡發禁軍與宦

官集團的關係。對黃樓而言，宦官以子弟擔任押衙不只是庇蔭行為，還是他們

以使職系統牢牢控制禁軍的展現；他也強調這種控制是始於德宗朝（799-805）

的禁軍改革，在此之前神策軍使職系統屬於藩鎮軍制，因為神策軍起初本是一

支藩鎮軍隊。8 

  趙雨樂與黃樓的研究，抉發出禁軍押衙與藩鎮軍制、宦官政治的關係，頗

富啟發性。他們在相關問題上存在共識，都認為最早設置押衙的禁軍是神策軍，

而該軍設有押衙的原因是它曾為藩鎮軍隊；9兩人也皆指出禁軍押衙一職後來為

宦官染指之事。然而押衙畢竟非其研究重點，其所論不免仍有可商榷或補充之

處。首先，押衙固然是源自節鎮的官職，但禁軍設置押衙真是始自神策軍的藩

鎮軍時期嗎？蓋唐後期政出多門，軍事制度隨時空而異，神策軍即使是藩鎮軍

隊也未必有押衙；該職或許是朝廷後來主動效法藩鎮而設置的。再者，宦官對

禁軍押衙官職的運用，是否不僅庇蔭子弟、處理庶務二途？其實宦官與禁軍社

群有密切的社會關係，10而押衙官職在藩鎮也兼有虛銜用途，11揆諸此二端，宦

官集團運用禁軍押衙的方式，大概是更加靈活而豐富的。以上基於對藩鎮押衙

傳布進程及官職性質的認識，先提出些問題意識，下面便實際展開對禁軍押衙

的考察。 

一、禁軍押衙為朝廷所設說 

  唐後期的禁軍主要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北門六軍，其二是神策軍、以及後

來併入神策軍的神威軍，這兩類禁軍的來源有相當差異。北門六軍中，羽林軍

與後來從中析出的龍武軍，是在唐初北門屯營基礎上形成的，部分屯營將士可

以追溯到高祖的元從禁軍；而神武軍是肅宗靈武即位後，以扈從官員的子弟組

                                                 
8 黃樓認為宦官透過把持使職系統官職控制禁軍，以及神策軍經過改革，組織上部分由藩鎮軍制轉變為禁軍

制度的觀點，見氏著，《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38-52。 

9 趙雨樂也認為神策軍使職機構來自藩鎮，而北衙諸司設置判官、押衙等職是效法神策軍。氏著，〈唐代宦

官機構衙屬考〉，頁 632-635。 

10 宦官社群與禁軍的社會聯繫，請參陳弱水，〈唐代長安的宦官社群──特論其與軍人的關係〉，收入氏著

《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新探索》（臺北：聯經，2021），頁 134-176。 

11 渡辺孝，〈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頁 36-39。 



押衙官職傳布與唐後期軍事制度變遷 

32 

 

建而成。12相較於淵源與皇帝密切相關的六軍，神策軍的主體則是藩鎮軍隊，最

初為隴右一個軍鎮的駐軍；儘管從禁軍射生軍演化而來的神威軍，後來也併入

神策軍中。13有鑑於北門六軍與神策軍來源的顯著不同，辨析哪一支禁軍最先設

置了押衙官職，既是探討該職源頭的第一步，也是考察禁軍設置押衙之舉性質

的關鍵。 

  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禁軍押衙，是代宗時期（762-779）神策軍的醴泉鎮遏

押衙鮑才（735-794）。他的墓誌詳載官歷如下： 

以靈武元從，授寶應功臣，試鴻臚卿上柱國；以擇用勳舊，遷試左金吾

衛大將軍，充醴泉鎮遏押衙；以時久勤勞，遷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

權知醴泉鎮遏兵馬留後；以本使錄功，遷雲麾將軍，官仍舊，充左神策

軍押衙；以興元扈從，授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充左神策軍迴易

副使。14 

按「寶應功臣」與「奉天定難功臣」頭銜，意味鮑才參與寶應元年（762）代宗

即位事，並在建中四年（783）的涇原兵變中扈從德宗。15他任職於醴泉鎮的時

間，恰介於兩事之間。而醴泉鎮是神策軍在京畿西北的外鎮之一，該軍將兵力

分屯於外鎮，第一次是在大曆三年（768）、四年，第二次則始於貞元（785-805）

初年。16是知鮑才赴醴泉任鎮遏押衙，勢必在神策軍首次外鎮期間，時間可進一

步鎖定於大曆三年以降。再者，鮑才在「興元扈從，授奉天定難功臣」前，還

曾權知本鎮兵馬留後、後任左神策軍押衙，這顯示他擔任醴泉鎮遏押衙的時間

下限，應早於建中四年數載。綜上所述可以推知，鮑才充任醴泉鎮遏押衙是在

大曆（766-779）年間。 

  其他禁軍押衙案例皆遠晚於神策軍醴泉鎮遏押衙鮑才。在他之後的首例是

涇原兵變中，擔任右龍武軍十將兼押衙的孟琳（751-808）。孟琳原先為永平軍

                                                 
12 張國剛，〈唐代北衙六軍述略〉，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143-156。 

13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15-22。 

14 權澧，〈鮑府君墓誌銘并敘〉。此誌新出未刊，拓片參見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80。以

下簡称〈鮑才墓誌〉。 

15 迎立代宗即位者獲寶應功臣頭銜事，見［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卷 11，〈代宗本紀〉，頁 268-269；隨扈德宗至奉天者「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見同書，卷 12 上，〈德

宗本紀上〉，頁 339-340。 

16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23-28、71-80。他首先根據鮑才墓誌，推論醴泉鎮在神策軍第一

次外鎮時已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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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度使李勉的別奏，17與日後供職右龍武軍的李觀是同僚。李觀後來被徵入闕，

擔任右龍武軍將軍，並在建中四年（783）涇原兵變時，被擢為右龍武軍大將軍。

18他大概是因為臨危受命，成為右龍武軍最高統帥，故將故人孟琳委任為押衙，

以輔助自己。再下面一例是貞元十一年（795）時，擔任神威軍使押衙的楊光憲。

楊光憲出身朔方將門，其母為朔方營田副使高獻誠的長女，其父有武散官及職

事官銜，應該也是朔方軍將領。楊光憲自己曾任「朔方節度先鋒十將、同討擊

副使」要職。19他之所以獲得「奉天定難功臣」頭銜，並成為神威軍將領，應該

是在涇原兵變時，參與朔方節帥李懷光奉天解圍一役，20故被德宗隸入神威軍的

前身射生軍。由上可知，鮑才之後最早兩位擔任禁軍押衙者，在涇原兵變前皆

屬於藩鎮將士，他們成為禁軍押衙的時間，不可能追溯到建中四年以前。就現

存資料而言，神策軍出現押衙遠早於其他禁軍，是相當肯定的。 

  為何最早設置押衙的禁軍是神策軍？趙雨樂與黃樓認為，原因在於該軍原

先是藩鎮軍隊。為了釐清這個說法的涵義及正確性，以下先簡單回顧神策軍的

歷史。神策軍起初是天寶十三載（754）時，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在臨洮磨環川設

置的軍鎮。該軍軍使成如璆於安史亂時，派遣兵馬使衛伯玉率領千人參與平叛，

在臨洮神策軍鎮本部陷於吐蕃後，這支部隊便承繼了神策軍號。該軍節度使為

衛伯玉，另有觀軍容使魚朝恩。是時神策軍屯駐於陝州，當衛伯玉被徵入闕，

該軍改由陝州節度使郭英乂兼領；其後郭英乂也入朝，陝州的兩支軍隊便都落

入魚朝恩手中。廣德元年（763）代宗幸陝，魚朝恩以所統軍士扈從，這支軍隊

從此被納為禁軍。 21但根據黃樓的觀點，該軍仍維持藩鎮軍制，直至貞元

                                                 
17 謝登，〈故大內皇城留守驃騎大將軍行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平昌郡王贈使持節同州刺史同州諸軍事孟

府君墓誌銘并序〉，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頁 748-749。簡称〈孟琳墓誌〉。 

18 李觀在李勉擔任嶺南節度使時，已經受到信任；後又隨他移鎮永平軍，故可知李觀曾與孟琳共事。見《舊

唐書》，卷 144，〈李觀傳〉，頁 3912-3913。其入闕後原為右龍武將軍，當時的大將軍大概是軍使令狐

建。但李觀應該在亂中被擢升，因而有署任十將與押衙的資格。當他在興元元年被任命為涇原節度使時，

史載其職為右龍武大將軍。見同書，卷 12 上，〈德宗本紀上〉，頁 337、347。 

19 〈故江陵郡太君高氏墓誌〉，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貞元 033，頁 757。 

20 李懷光解圍事，見［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

古籍出版社，1956），卷 229，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條，頁 7375-7376。 

21 神策軍屯陝、衛伯玉成為節度使及入闕的時間，在各種史料中說法有些微差異，但這裡不詳加考證。神策

軍早期發展的情形，主要可參［宋］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卷 50，〈兵志‧天子禁軍〉，頁 1332。張國剛，〈唐代的神策軍〉，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

頁 113-141。衛伯玉原先為兵馬使之事，見《舊唐書》，卷 115，〈衛伯玉傳〉，頁 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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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805）初年才被「六軍化」，亦即禁軍化。22 

  前文已經指出，鮑才擔任神策軍鎮遏押衙可能始自大曆三年（768）、四年。

故押衙在神策軍出現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首次設置於天寶十三載（754）至廣

德元年（763）間，倘若如此，神策軍最早設有押衙，便是直接因為該軍曾為藩

鎮軍隊；其二是設置於廣德元年至大曆三年間，此時期神策軍尚未禁軍化，率

先採用源自藩鎮的押衙官職，仍可謂與該軍原為藩鎮軍隊有間接因果關係。然

而，黃樓探討神策軍類似藩鎮的軍隊組織、統兵體制，以及押衙等使職系統官

職時，悉歸因於「神策軍由方鎮軍演化而來」；23而未指出該軍也或許是由於制

度整體與藩鎮相似，在廣德元年成為禁軍後，持續吸收藩鎮軍制。這一論述落

實到押衙設置的課題上，便傾向於前述第一種可能性；黃樓僅將神策軍類似藩

鎮軍制的使職系統職位盡數臚列，對於個別官職是否可能設置於廣德元年後，

並不加以分辨。但事實上，神策軍設置押衙應是在廣德元年至大曆三年間，前

述第二種可能性較為正確。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廣德元年以前神策軍設有押衙。這個觀察主要是根據

默證，亦即軍使成如璆、兵馬使及後來的節度使衛伯玉、觀軍容使魚朝恩，乃

至陝州節度使郭英乂麾下都未能見到押衙；但也存在其他旁證。直到大曆五年

（770），神策軍中最受觀軍容使魚朝恩寵信的大將，還是都虞候劉希暹與都知

兵馬使王駕鶴。24唐後期都押衙、都虞候、都知兵馬使為藩鎮「三都」，25其中

都押衙最具親信性質，然而該職竟不在魚朝恩寵信之列。此事未必意味神策軍

本部沒有押衙，畢竟從鮑才的經歷來看，當時神策軍至少在外鎮設有押衙；但

仍反映押衙在本部的重要性遜於虞候、兵馬使。這個現象似乎暗示，押衙比虞

候、兵馬使更晚傳入神策軍，而其原因在於比起另外兩個官職，押衙是相對新

創的官職。 

  基於前一章對藩鎮押衙官職傳布進程的考察，押衙在神策軍發展相對遲緩

的原因實不難理解。讀者或許會疑惑，自身曾於河西隴右擔任押衙的名將哥舒

翰，是促進押衙官職傳播的重要人物，他的許多部下在安史亂後，率先將押衙

                                                 
22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38-52。 

23 黃樓強調神策軍的藩鎮軍隊體制，及其藩鎮軍隊淵源，見於氏著，《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38、

44、49。 

24 《資治通鑑》，卷 224，代宗大曆五年正月條，頁 7210。 

25 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頁 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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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傳至西北節鎮之外；26神策軍鎮既為哥舒翰所創置，怎麼可能沒有押衙？這

大概是因為押衙官職萌芽時，從屬於節帥的性質格外鮮明，有段時間藩鎮層級

雖已設置押衙，內部次級組織如軍鎮、支州卻沒有。據現存資料推測，軍鎮設

置押衙約始於代宗時期。27是故，衛伯玉所率神策軍在上元（760-761）年間升

為節度使層級前，未設置押衙事屬合理。28廣德元年（763）時扈從代宗的軍隊、

即日後神策軍還有另外一個兵源，是陝州節度使郭英乂原統將士。但這支軍隊

當時應該也沒有押衙，因為該職傳布到安史亂後內地新建藩鎮，首見於大曆十

一年（776）。由是可知，神策軍作為藩鎮軍隊的時期，押衙官職尚未傳布全國，

該軍當時很可能還沒有設置押衙。 

  神策軍押衙非原生自藩鎮軍隊，而是廣德元年後被有意設置的，且推動設

置者大概不是具有藩鎮經歷的將帥，反倒是代宗君臣。支持此說的有力證據，

便是前面引述的神策軍醴泉鎮遏押衙鮑才墓誌。充任該鎮押衙前，鮑才曾「以

靈武元從，授寶應功臣」。29這顯示他曾在天寶十五載（756）肅宗自立時，扈

從於靈武；又於寶應元年（762）時以內射生軍身分，在宦官程元振帶領下，擁

立太子即位而為代宗。30也就是說，鮑才在禁軍供職至少六年，並兩度擁戴皇帝

有功。而大曆三年（768）神策軍外鎮，是朝廷鞏固西北邊防的關鍵措施。31當

此之際，扈從皇帝多年的禁軍將士鮑才，被任命為畿內要地醴泉的鎮遏押衙，

應是緣於代宗君臣對神策軍外鎮、以及押衙官職的高度重視；而非出自醴泉鎮

遏使的偶然辟署。可能正是在神策軍發展的這一轉捩點，代宗有意識地在該軍

外鎮設置押衙。 

  代宗此舉並非偶發事件，而是反映唐廷在安史之亂以來，對押衙官職的長

年關注。事實上，早在肅宗至德二載（757）的行營中，天下兵馬元帥廣平王麾

下，已經有押衙臧希讓。32當時該職才剛開始向西北以外藩鎮傳播，內地新建藩

                                                 
26 第二章〈藩鎮押衙的淵源與官職傳布〉，頁 18-20、25。 

27 第二章〈藩鎮押衙的淵源與官職傳布〉，頁 21、27。 

28 衛伯玉為節度使在上元元年之說，見《資治通鑑》，卷 221，肅宗上元元年八月庚午條，頁 7096。 

29 〈鮑才墓誌〉，拓片參見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80。 

30 《舊唐書》，卷 11，〈代宗本紀〉，頁 268-269；〈代宗即位赦〉，［宋］宋敏求輯，《唐大詔令集》（民

國四年（1915）吳興張氏宋輯善本彙刊本），卷 2，〈即位赦上〉，頁 8-9。 

31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23-28。 

32 顏真卿，〈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銘并序〉，［清］董誥等編，《全

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342，頁 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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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皆無設置，33朝廷採用押衙官職的時間點顯然非常早。後來在神策軍外鎮正式

設置押衙的代宗，正是這位廣平王，他親身體會過押衙「從收兩京，陟降左右」，

應該格外了解該職性質。而代宗對押衙的重視為德宗所承繼，當建中三年（782）

李希烈叛亂時，德宗親自以制書任命王价、高承謙、郭曙與常愿「並充元帥府

押衙」，輔佐諸軍行營兵馬元帥舒王征討。34 

  朝廷得以在押衙官職發展之初便加以採納，其客觀條件首先在於安史亂間

的平叛策略。自天寶十四載（755）亂事爆發以來，唐廷便大量調動西北節鎮軍

隊，企圖鎮壓東北安史叛軍。35而押衙官職原先正是西北節鎮所孕育出來的，唐

廷當時重用的大將哥舒翰、王思禮，都曾在河西隴右擔任押衙。至德二載（757）

作為行營主力的朔方軍中或許也有押衙，因為率先於河西隴右設置押衙的節帥

王忠嗣，過去曾經節度朔方多年；該鎮設有押衙，可能早於現存實例所見的寶

應元年（762）。36安史亂中皇帝與西北將士密切接觸，是朝廷較早習得押衙官

職設置的關鍵背景；再者，該職其實與禁衛軍的觀念相契合，較容易嵌入中央

的官職體系。「押衙」起初為行軍總管的一種職務，是相對於「虞候」發展出

的概念；而行軍中的虞候總管官職，恰是脫胎自南衙衛軍的金吾衛。37亦即，押

衙一職是遙以中央禁衛軍官職為藍本發展出的；且該職具有節帥親信的性質，

結構上確實也類似於皇帝的禁軍。這種對應觀念深入朝廷，以至於上元二年

（761），金吾將軍邢濟面臨逆黨策反時，自道「我金吾，天子押衙」，嚴詞拒

絕並予以揭發。38晚唐有位押衙的墓誌讚譽道：「天子有熊羆之臣，諸侯有爪牙

之士」，39同樣是將禁軍與押衙加以類比。 

  由於押衙官職契合於禁軍制度，德宗朝時該職也在北門六軍、神策軍本部

出現。北門六軍最早可考的押衙，是建中四年（783）涇原兵變中，被右龍武軍

大將軍李觀奏充為十將兼押衙的孟琳。有鑑於兩人皆來自永平軍，且該軍在大

                                                 
33 第二章〈藩鎮押衙的淵源與官職傳布〉，頁 25。 

34 《舊唐書》，卷 150，〈舒王李誼傳〉，頁 4042-4043。 

35 唐廷試圖以西北軍隊鎮壓源自東北的亂軍，參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

社，2004），頁 314-348。 

36 第二章〈藩鎮押衙的淵源與官職傳布〉，頁 19-21、25。 

37 田頭賢太郎，〈金吾衛の職掌とその特質――行軍制度との関係を中心に――」〉，《東洋學報》（2006，

東京），第 88 卷第 3 號，頁 269-299。 

38 《舊唐書》，卷 95，〈惠文太子李範傳〉，頁 3017。 

39 唐詡，〈唐故鳳翔節度押衙兼知排衙右二將銀青光祿大夫兼太子賓客弘農楊公墓誌銘并序〉，周紹良主編、

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寶曆 017，頁 2091-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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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十二年（777）時已經出現押衙，40這次任命或非出於德宗授意，而是由李觀

所主導。不過此事確實對德宗造成了影響。興元元年（784）時，李觀被任命為

涇原節度使，孟琳一度隨之赴任；但德宗不久便將後者「特詔追入，充左神策

軍先鋒兵馬使兼都押衙、知廂虞候事」。41按神策軍是在貞元二年（786）分為

左、右二軍，且李觀恰好於隔年返京，42孟琳被追入闕，大概便是在貞元三年涇

原幕散時。也正是在這一年，同平章事李泌將滯留京城的外國王子、使者，悉

數署為神策軍押衙或散兵馬使。43上述兩件事於同年發生應非偶然，而是反映德

宗君臣對禁軍押衙關注度的提升。後來併入神策軍的神威軍，其首例押衙楊光

憲，同樣是見於德宗貞元十一年。44 

  德宗朝雖非禁軍設置押衙之始，但仍可謂該職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首先，

押衙是在這個時期才被深度整合入禁軍軍制。儘管神策軍外鎮在代宗大曆初年

已經出現押衙，但該軍外鎮是效法藩鎮設置軍鎮屯駐，45醴泉鎮遏押衙鮑才的例

子，尚不足以說明該職已被內化入一般的禁軍軍制。反觀貞元初年時，德宗正

在將神策軍、神威軍禁軍化，他於此時任命多人為押衙，顯然是有意將該職嵌

入正在確立的禁軍軍制中。再者，這個時期所署任的押衙與過去性質不同。從

鮑才的經歷來看，他無論在大曆初年擔任鎮遏押衙，或是涇原兵變前為左神策

軍押衙時，皆沒有兼任他官，其押衙官職屬於實職；46但貞元初年李泌以外國王

子、使者為押衙或散兵馬使，則明顯是作為加號、不掌實職，故將兵馬使冠以

「散」字。47此舉展現了中央對當時藩鎮制度的認識，其敏銳察覺押衙開始被作

為加號，因此也在禁軍跟進這種做法。上述變化和德宗朝的軍政局勢息息相關。

因應建中之亂時禁軍潰散，以及貞元初年吐蕃再度來襲，德宗銳意推動禁軍改

革，押衙官職的新發展可視為相關政策的一環。 

                                                 
40 《資治通鑑》，卷 225，大曆十二年十月條，頁 7248。 

41 〈孟琳墓誌〉，《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頁 748-749。 

42 神策分為二軍事，見《資治通鑑》，卷 232，貞元二年九月丁亥條，頁 7472；李觀事見《舊唐書》，卷 144，

〈李觀傳〉，頁 3913。 

43 《資治通鑑》，卷 232，貞元三年七月條，頁 7493。 

44 〈故江陵郡太君高氏墓誌〉，《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頁 757。 

45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23-28。 

46 〈鮑才墓誌〉，拓片參見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80。 

47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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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宦官政治中的禁軍押衙 

  德宗時期的禁軍改革，一方面將押衙官職整合入其軍制，另一方面，也把

軍權轉移到宦官手中。是故，代宗、德宗原為強化對禁軍控制而設置的押衙官

職，後來反而被宦官集團所把持。趙雨樂及黃樓皆注意到此現象，惟側重點不

同。前者延續對北衙機構運作的關注，認為禁軍押衙不僅可蔭庇宦官子弟入仕，

還能協助宦官處理大量事務；48後者則強調包含押衙在內的禁軍使職系統，其組

織型態反映出宦官集團的集權控制，49且禁軍押衙職位也在宦官政爭中被利用。

50不過，兩位學者主要是從禁軍使職系統的整體情況，提煉出上述論點，單就押

衙一職而論或未精確。本節所要進行的工作，便是具體觀察禁軍押衙支持或削

弱宦官政治的各方面，試圖提供一個更加複雜的圖像。 

  以下先考察禁軍押衙的設置型態，並從前人討論較多的神策軍押衙談起。

黃樓曾指出，神策軍使職系統體現了中尉的直接控制，其中與押衙相關的措施

有二：首先，位高權重、可能威脅中尉專權的都押衙，平時並不設置；其次，

都押衙有時會以宦官充任。51不過上述觀察存在疑義，神策軍平時確實設有都押

衙。如左神策軍在貞元三年（787）時，有先鋒兵馬使兼都押衙孟琳，右神策軍

於咸通三年（862）有都押衙荊從皋，52這兩次任命皆非戰時權宜之舉。況且從

其經歷觀之，兩人的確有造成神策中尉威脅的可能性。孟琳在涇原兵變、李懷

光之亂中始終扈從，深受德宗信任，故被「特詔追入，充左神策軍先鋒兵馬使

兼都押衙、知廂虞候事」。荊從皋年方十九便任右神策軍衙前正將，歷任兵馬

使、先鋒使、馬軍廂使等要職，咸通二年出任襄樂鎮遏使防秋，次年「入為都

押衙」。他往後的仕途也非常順遂，曾身兼馬軍將軍知軍事、都虞候、教練使

三大重職，一度任馬軍大將軍知軍事，最後在咸通十年被懿宗任命為義昌軍節

度使。上述二人都是有才能且與皇帝親近的將領，特別是荊從皋在右神策軍人

                                                 
48 趙雨樂，〈唐代宦官機構衙屬考〉，頁 621-635。 

49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38-52。 

50 黃樓，〈梁守謙與憲宗元和政局──對梁守謙家族相關墓誌的再考察〉，中國中古史集刊編委會編，《中

國中古史集刊》第四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235-243。 

51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51-52。 

52 〈孟琳墓誌〉，《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頁 748-749。王南薰，〈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

侍使持節滄州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昌軍節度滄齊德等州觀察處置使上柱國始平縣開國伯食邑

七百戶贈工部尚書汝陽郡荊公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 074，頁 1090-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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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深厚，其父親、三個弟弟及兒子都供職於該軍。即使神策軍都押衙可能有虛

銜性質，以孟琳、荊從皋這樣的大將為之，侵蝕中尉權威的風險大概仍很高。 

  神策軍押衙還有其他性質，有可能弱化宦官政治的力道。首先，宦官本身

並無法充任該職，至多蔭庇子弟為之，黃樓認為都押衙是「武職混用宦官」，

不知所據為何。53就筆者寓目所及，並未見到有宦官擔任押衙，唯一可能造成誤

會的例子，是右神策軍的襄樂防秋同正將兼押衙董敘。清代金石家王昶的《金

石萃編》中，收有大和六年（832）董敘之子為父親所立的經幢，按語曰：「然

則董府君以右神策軍中官，而出為襄樂防秋同正將」。54但王昶言其為「中官」

並不正確，董敘不僅是防秋軍將領，還檢校太子詹事之職事官銜，絕非宦官。

或許前輩學者是因為這類按語，誤以為押衙有可能以宦官充任。再者，神策軍

押衙服務的對象並不只有護軍中尉。在正式制度中，該職仍是優先從屬於神策

大將軍，其次才是中尉。有位神策軍正將的墓誌可為旁證，誌文言其「歷事九

將軍五中尉」，55此固為虛飾之辭，卻反映了制度的理想狀態。 

  在制度運作實態中，甚至有押衙服務於中尉副使的例子。神策左廂兵馬使

李元祐及夫人王氏的墓誌中，記載其次子李萬和、三子李泳在元和十年（815）

時，分別為「護軍中尉副使押衙」、「護軍中尉押衙兼知將」。56兩人官階相等，

都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惟墓誌僅載李泳知將事，李萬和

或許不掌實職。但無論中尉副使押衙是否有實權，副使是神策中尉的左右手，

且有機會繼任其位，57如此重職擁有押衙作為親信，不免給人與中尉分庭抗禮的

印象。另外，神策軍於外鎮及邊軍也設有押衙。這類押衙自然是聽命於當地統

帥，中尉很難遙加聯繫與控制，58在獨立性高、僅遙隸於神策軍的畿外邊軍，情

況尤其如此。舉例而言，延州安塞軍使李良僅在大和二年（828）去世時，有兩

子擔任押衙。該軍的主體是代宗時期（762-779），李良僅之父李如暹率領歸降

                                                 
53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51，表 2-2。該表並無臚列論據。 

54 ［清］王昶，《金石萃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清嘉慶十年經訓堂刊本影印，收入《歷

代碑誌叢書》，冊 5），卷 66，頁 39a-41a。 

55 班潯，〈故紫金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守右神策軍正將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陳府

君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下）》，開成 033，頁 2192。 

56 □巨淮，〈唐太原郡夫人太原郡王氏墓誌銘并序〉，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輯 3，頁 167-168，簡称〈李元祐及妻王氏墓誌〉。墓誌錄文作李元祐為「神策□廂兵馬使」，但從李泳

日後為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可以推知父子三人皆是供職於神策軍左廂或左軍。《舊唐書》，卷 17 上，

〈文宗本紀上〉，頁 527。 

57 張國剛，〈唐代的神策軍〉，頁 119 

58 神策中尉難以遙控外鎮的問題，參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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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落民，基本上屬於家族產業。59李良僅以兩個兒子為押衙，並不意味他們真

正服從神策軍體制，只是借用該職延續其家族勢力。綜上所述，神策軍既有可

能威脅中尉權威的都押衙，也有服務於中尉副使、外鎮或邊軍鎮使的押衙，押

衙官職協助中尉集權的程度，顯然不如前輩學者所預期。 

  至於北門六軍的押衙，在設置型態上同樣不全然支持宦官專權。過去黃樓

認為，六軍使職系統是以左三軍、右三軍為單位，設置於兩位辟仗使下，六支

軍隊並無自己的使職系統。60這意味六軍使職系統比辟仗使更晚出現，一定程度

上，是服務於宦官專權而發展出來的；但實際情況遠為複雜。首先，六軍其實

至遲在涇原兵變後，便開始設置押衙及其他衙前官職，如建中四年（783）時右

龍武軍有押衙孟琳，貞元元年（785）時右神武軍有衙前將梁重鯨；61而此時應

該還沒有辟仗使。有關辟仗使設置，目前所知時間明確的最早紀錄，來自宦官

楊良瑤的神道碑，碑文言其於永貞元年（805）「以本官領右三軍僻仗」。62左

三軍約莫與此同時或是稍早，也能見到辟仗使。在宦官姜子榮的墓誌中，記載

其父姜進誠曾任「皇朝議大夫，靈武、醴泉、普潤等監軍使，左三軍僻仗」。63

按姜子榮生於寶應元年（763），永貞元年時已經四十三歲；姜進誠雖是養父，

與姜子榮的年齡差距難以確知，但此時大概也年事頗高。故能推估姜進誠擔任

左三軍辟仗使的時間，不太可能比楊良瑤成為右三軍辟仗使的永貞元年晚。要

言之，既然六軍在辟仗使設置前，已存在包含押衙在內的使職系統，則此系統

最初與宦官集團的利益無關。 

  再者，六軍軍使的使職系統直至唐末葉仍存在，未因可能威脅辟仗使權威

而遭廢除。學者以往將元和十三年（818）賜印於辟仗使，視為其專權的標誌性

                                                 
59 盧諫卿，〈唐故特進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都督延州諸軍事行延州刺史充本州防禦左神策行營先鋒安塞軍等

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并序〉，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輯 5，頁 36-38。有關李家在安塞軍勢力的討論，參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

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 236-238。 

60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44-45。 

61 分見〈孟琳墓誌〉，《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頁 748-749；□銛，〈唐故前左神武軍使奉天定難功臣

右衛大將軍梁州元從興□大將軍弘農郡開國公梁府君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續集》，貞元 002，

頁 736。 

62 陸邳，〈楊良瑤神道碑〉。錄文參榮新江，〈唐朝與黑衣大食關係史新證──記貞元初年楊良瑤的聘使大

食〉，《文史》，2012 年第 3 期（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231-243。黃樓其實曾注意此碑，但不知

為何，將辟仗使始置年代繫於元和中。氏著，《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44，註 2；頁 57，表 2-3。 

63 栢章甫，〈唐故天水姜府君墓誌銘并敘〉，錄文參賈志剛，〈唐代宦官研究二題──以〈唐姜子榮墓誌〉

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北京），頁 105-106。姜進誠此人未見於傳世史料，黃樓〈唐

代宦官監軍使年表〉亦未載。氏著，《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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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認為六軍軍使從此失權。64但其實在此事件的前一年、後一年，右龍武軍

分別能見到押衙仇志誠、副將兼押衙趙鍔。65這並非體制反應不及所致，因為直

到大和三年（829）時，左龍武軍仍有僻仗押衙趙輔弼。66此外還有開成元年（836）

的左神武軍押衙司馬銳、約宣宗朝（846-859）時的羽林軍押衙韓珙、咸通十二

年（871）的右神武軍引駕仗押衙狄乾裕。67上述案例顯示，六軍在晚唐仍保有

自己的使職系統，它們與辟仗使所掌左、右三軍之間，長期存在雙層的使職系

統。這點和轄有軍鎮、支州的藩鎮，以及下轄外鎮、邊軍的神策軍相似。且究

其極而言，元和十三年辟仗使獲賜印後，左、右三軍使職系統似也未旋即出現，

或是發展並不蓬勃。現存材料中辟仗使僚佐的最早案例，竟是卒於會昌三年

（843）的左僻仗押衙李遂晏。而李遂晏「年始成立」便「遘疾而沒」，擔任押

衙的時間大概不早於此太久。68從辟仗使獲得賜印，到其使職系統成立，中間可

能頗有時間差。 

  綜上所述，六軍軍使的使職系統於德宗朝業已設置，並存續至唐末葉，未

因辟仗使軍權確立及左、右三軍使職系統建置而消失。單就組織結構來看，北

門六軍改由辟仗使典掌，對六軍軍使使職系統的衝擊有限。而使職系統中，押

衙官職具有親信性質，持續設置於個別軍使之下，可能格外有礙於辟仗使集權。

為了使讀者更直觀感受六軍押衙的設置型態，茲將北門六軍及左、右三軍雙層

使職系統中可考的押衙列出，如表二。 

  

                                                 
64 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44-45。 

65 分見〈唐故振武節度衙前虞候游擊將軍試太常安南郡仇府君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開成

022，頁 938-939，簡称〈仇志誠墓誌〉；弘濟，〈唐故右龍武軍散將天水趙府君墓誌銘并序〉，胡戟編，

《珍稀墓誌百品》（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6），頁 186-187，簡称〈趙晉墓誌〉。 

66 曹賓卿，〈大唐故天水趙府君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和 023，頁 897-898，簡称〈趙

愛及妻樂氏墓誌〉。 

67 分見朱德玄，〈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左羽林軍通直宣威將軍守右衛勳貳府中郎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司馬府君墓誌并序〉，《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開成 001，頁 924，簡称〈司馬傪墓誌〉；

〈唐試太子通事舍人河間邢公宗本故昌黎韓氏夫人墓誌銘并序〉，西安市文物稽查隊編，《西安新獲墓誌

集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 218-219，簡称〈邢宗本妻韓氏墓誌〉；馮謙，〈唐故前集州衙

推狄府君夫人內黃郡駱氏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 077，頁 1093，簡称〈駱氏墓誌〉。 

68 何賞，〈唐故左僻仗押衙□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李府君墓誌并序〉，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

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563-565。簡称〈李遂晏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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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北門六軍押衙及其背景 

 左、右三軍 六軍 

年代 軍別與職稱 姓名 背景 軍別與職稱 姓名 背景 

783  右龍武軍押衙 孟琳 A：永平軍 

805 前 辟仗使設置 

817  右龍武軍押衙 仇志誠 A：徐泗、振

武 

818 辟仗使獲賜印、專權 

819    右龍武軍副將

兼押衙 

趙鍔 B+C：父本軍

偏將、弟任職

五坊 

829    左龍武軍僻仗

押衙 

趙輔弼 C：兄奚官局

令 

836    左神武軍副將

兼押衙 

司馬銳 B：父與諸弟

皆禁軍 

843 左僻仗押衙 李遂晏 B：父右神策軍

正將 

   

約 854    羽林軍押衙 韓珙 X：父為軍人 

861 左僻仗押衙 江知讓 C：父與宦官關

係密切69 

   

863 左三軍押衙 牛從□ C：出身高級宦

官家庭 

   

865 前 左三軍押衙 何楚章 X：父祖地方官    

867 左僻仗押衙 何審裕 B/C：父同職    

871    右神武軍引駕

仗押衙 

狄乾裕 B：諸妹適禁

軍 

A：本人出身藩鎮或與藩鎮勢力密切 B：家庭與禁軍關係密切 

C：出身宦官家庭或與宦官關係密切 X：與宦官、禁軍及藩鎮關係不明 

  宦官典兵的影響，其實主要反映於擔任押衙者的背景，而非官職設置型態

上。這在左、右三軍押衙的選任上格外明顯，該職由辟仗使署任，因此任職者

逾半有明顯的宦官集團背景。例如咸通二年（861）時的左僻仗押衙江知讓，便

與左神策軍背後宦官勢力關係深厚。他的父親江師武曾因監軍使賞識，被署為

                                                 
69 江知讓、牛從□、何楚章及何審裕的資料出處，詳參下文，此處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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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節度押衙；而那位監軍使姓仇，應來自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家族。且在仇

士良後把持左神策軍的中尉馬元贄，也以江師武的伯姐為夫人。70咸通四年時的

左三軍押衙牛從□，更是出身高級宦官家庭。其曾祖為內僕局令兼口味庫使、

奉天定難功臣，祖父為宮闈局令，父親為內僕局丞，長兄也擔任掖庭局宮教博

士。71不過也有與宦官集團關係不明者，例如卒於會昌三年（843）的左僻仗押

衙李遂晏，僅知其父親李國清曾任右神策軍正將，而他本人「早婚田氏」。72按

大和（827-835）年間有權宦田全操，並曾任辟仗使，73李遂晏得以為左僻仗押

衙，或許與其婚姻有關，但這僅是草蛇灰線之推測。卒於咸通六年的左三軍押

衙何楚章，也看不出宦官集團背景，只知其曾祖曾任太原少尹、父親曾任蘄州

蘄春縣主簿。然而，其幼子何審裕在咸通八年時也已為左僻仗押衙，74看來何楚

章本人與宦官關係不錯，故子弟得以克紹箕裘，繼續為辟仗使所任命。 

  相較於左、右三軍押衙，六軍押衙則率多出身禁軍家庭。除了年代較早的

右龍武軍押衙孟琳及仇志誠，頗有藩鎮軍隊背景外，75其他押衙多來自禁軍將

門，在軍中應頗有勢力。例如元和十四年（819）的右龍武軍副將兼押衙趙鍔，

其父趙晉曾任該軍偏將；開成元年（836）的左神武軍副將兼押衙司馬銳，其父

司馬傪是奉天定難功臣、左羽林軍通直，其弟有兩位為神策軍散副將、一位為

左羽林軍散將；咸通十二年（871）的右神武軍引駕仗押衙狄乾裕，其次妹適右

神策軍衙前虞候駱景權、小妹適右神策軍兵士陳公信，且駱景權大概是狄乾裕

母親駱氏之親戚，狄家與神策軍有多重的姻親關係。76要言之，軍使署任此三人

為押衙的原因，應該與其家庭的禁軍背景有關。 

  此外，少數六軍押衙與宦官有關係。如前面提到的右龍武軍副將兼押衙趙

鍔，除了父親為本軍散將，還有一位「識在五坊，俾佐內署」的弟弟趙酆；而

大和三年（829）的左龍武軍僻仗押衙趙輔弼，其長兄則是穆宗所賞識的奚官局

                                                 
70 許業，〈唐故嶺南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上柱國濟陰江公墓銘〉，《大唐西市博

物館藏墓誌》，頁 954-955。黃樓曾討論過這方墓誌，氏著，《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206。 

71 李愔，〈大唐故宣義郎行內侍省內僕局丞置同正員上柱國牛公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

通 016，頁 1045。 

72 〈李遂晏墓誌〉，《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頁 563-565。 

73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669，〈內臣五‧恣橫〉，頁 7995。 

74 何璙，〈唐故左三軍押衙兼監察御史何公墓誌銘〉，《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 048，頁 1070。 

75 分見〈孟琳墓誌〉，《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頁 748-749；〈仇志誠墓誌〉，《唐代墓誌彙編續集》，

頁 938-939。仇志誠之父為徐泗節度使麾下大將，自己也於長慶三年（823）赴振武軍任職。 

76 分見〈趙晉墓誌〉，《珍稀墓誌百品》，頁 186-187；〈司馬傪墓誌〉，《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頁 924；

〈駱氏墓誌〉，《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 077，頁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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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樂輔政。趙輔弼父祖皆不仕，他之所以能任六軍要職，並獲得大量榮銜，應

要歸功兄長「幼而從仕，入侍禁闈」。77就以上兩個例子觀之，六軍押衙有家人

成為宦官，或宦官有家人被署為六軍押衙，確實可能存在宦官集團提攜的成分。

但究其背景，宦官社群本來便與禁軍有密切的社會關係，時常通姻或以子弟為

禁軍，78部分六軍押衙有宦官背景，也或許純粹是這類社會網絡的反映，無法驟

斷為宦官運用權力所致。整體而言，六軍押衙相對左、右三軍押衙，與宦官集

團的關係較淺。無論其設置型態或選任結果，均顯示六軍押衙對宦官政治無顯

著幫助，反而可能凸顯六軍軍使的獨立性。 

  接下來要對神策軍押衙的選任稍作探討。宦官政治的權力根源在於神策軍

兵權，神策中尉是宦官集團的領袖，故該軍押衙頗有深刻參與宦官政治角力者；

不同於北門六軍押衙官職主要用來蔭庇宦官子弟，任職者未見有明確事功。黃

樓研究憲宗朝後的內廷政局時，便曾涉及宦官如何利用神策軍押衙之職。他指

出，唐後期神策左、右軍兩相傾軋，而元和十四年（819）憲宗遇弒後，右軍中

尉梁守謙居於上風，藉自己的親信馬進潭成為左軍中尉之便，將親弟梁守志安

插到左軍擔任押衙，利用這個官職控制左軍；但待梁守謙於大和元年（827）致

仕後，梁守志也很快被出為鎮將。79這個案例顯示，押衙是具有中尉親信意味的

要職，有些人會憑倚宦官勢力充任，並高度參與政治角力。其實這次政爭還將

另外兩位押衙捲入其中，即元和十年時左軍中尉彭獻忠的押衙何文哲及李泳。

兩人經歷相當不同，前者並無禁軍或宦官背景，雖曾獲德宗賞識，依舊是一階

階遷轉，至五十一歲方成為押衙；後者的父親則是奉天定難功臣神策左廂兵馬

使，應與左軍宦官有患難情誼，故李泳任此重職時約才三十幾歲。80無論如何，

兩人因為曾為左軍中尉親信，遭遇了相同的命運。他們日後被穆宗扶持以對抗

右軍中尉梁守謙，雙雙充任左軍大將軍知軍事；然而朝廷最終無力削弱右軍勢

                                                 
77 分見〈趙晉墓誌〉，《珍稀墓誌百品》，頁 186-187；〈趙愛及妻樂氏墓誌〉，《唐代墓誌彙編續集》，

頁 897-898。 

78 陳弱水，〈唐代長安的宦官社群──特論其與軍人的關係〉，頁 134-176。 

79 黃樓，〈梁守謙與憲宗元和政局──對梁守謙家族相關墓誌的再考察〉，頁 235-243。 

80 分見盧諫卿，〈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守右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廬江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贈太子少保何公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和 020，頁 893-896；〈李元祐及妻王氏

墓誌〉，《全唐文補遺》，輯 3，頁 167-168。左神策軍主要來自建中之難時扈從軍隊，因此與德宗及扈

從宦官均較親近。參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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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何文哲與李泳仍在右軍的壓制下，被出為鄜坊、振武節度使。81 

  不過，神策軍押衙相對於六軍押衙的特色，除了接近權力核心而易被捲入

政爭之外，還在於常被作為加號使用，這點已於前一節最後討論過。貞元

（785-805）初年禁軍改革後，神策軍跟進藩鎮以押衙為加號的新趨勢，故絕大

多數案例皆以押衙兼任其他將職，或是註明知將事，押衙官銜本身並無實際職

事。這使得名義上有中尉親信意涵的押衙官職，可以被更加彈性地運用，以下

便舉兩個例子說明，並結束本節。首先檢視右軍中尉梁守謙的另一次押衙任命。

在寶曆元年（825）時，他將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的左押衙令狐梅，「奏署（神策）

軍兵馬使兼押衙」。82原因在於令狐梅擅長踢毬，梁守謙希望借重神策軍押衙地

處近邇，易於親近皇帝的性質，將之署任此職「且以供奉敬皇帝」。然而令狐

梅認為「非道」，並因「進由景監」而不悅，兩年後即離任返回浙西。是知他

與中尉梁守謙大概關係不佳，可能未被賦予實權。 

  但因特殊考量被選任為神策軍押衙，而後與宦官建立良好關係者，也頗有

人在，像是貞元年間的右神策軍押衙李霸。以下先檢視其墓誌： 

公自丱歲敦儒，而弱冠學劍……遂從仕於臨洮，授職閱謀，舉直措□。

而所胥無不理，所置無不服。而擁旄嘉其能而聞於上。貞元初，始授將

仕郎、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金百煉而龍泉乃神，爵久縻而名實益著。

禁衛之選，代難其人。遂授右神策軍押衙。83 

按李霸生於乾元元年（758），其出仕約在大曆十三年（778）以後，然而此時

臨洮早已陷於吐蕃，所謂「從仕於臨洮」大概是指編制猶存的「臨洮軍」。有

關這支軍隊，《舊唐書》記載李元諒於貞元四年，「加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

臨洮軍使，移鎮良原」；84該軍在此之前由何人遙領，目前則不可考。但能夠推

知的是，李霸長年於茲供職，負責行政或法律事務，並在貞元四年（788）後隸

屬李元諒麾下，由這位「擁旄」的節度使上奏，正授將仕郎等官。他在此後「爵

                                                 
81 大和元年九月，李泳出為振武麟勝節度使時，職為左神策大將軍知軍事。《舊唐書》，卷 17 上，〈文宗

本紀上〉，頁 527。此條称何文哲時為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然由其墓誌可知亦為大將軍。有關憲宗遇弒

後左、右軍傾軋的經過，可參黃樓，〈梁守謙與憲宗元和政局──對梁守謙家族相關墓誌的再考察〉，頁

237-240。 

82 令狐棠，〈唐故棣州刺史兼侍御史敦煌令狐公墓誌銘并序〉，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

版社，1999），第六輯，頁 168-170。 

83 吳弘簡，〈大唐故朝議郎行慈州長史賜緋魚袋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長慶 010，

頁 864-865。 

84 《舊唐書》，卷 144，〈李元諒傳〉，頁 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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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縻」，間隔一段時間方「授右神策軍押衙」，而這件事很可能發生在貞元九

年。該年李元諒去世，良原鎮似乎旋即被併入右神策軍，85李霸應該是緣此榮膺

「禁衛之選」，一步登天而成為右神策軍押衙。這次選任與李霸的婚姻有無關

係，並不是很清楚，據其墓誌記載，他的岳父張邕曾任左羽林軍大將軍。然而

張邕名不見史冊，且墓誌未對其任職功績進行渲染，李霸原先地位又甚低，張

邕官職為虛銜的可能性大概很高。整體而言，李霸之所以能從隴右節度使遙領

臨洮軍的基層吏職，一躍而為右神策軍押衙，應該不是與宦官集團有舊而得到

蔭庇，而是中尉為了鞏固神策軍在新領良原鎮的勢力，將久任當地的能吏李霸

署為此職，以押衙頭銜象徵其與中尉之間的關係。李霸大概積極配合宦官的需

求，而後累遷外巡使、兵馬功德使等職，並獲州郡上佐職銜以優寵，二子也皆

得出仕。其家庭的命運，可謂因神策軍增領良原鎮而徹底改變。 

小 結 

  唐代後期，押衙官職不僅傳布全國藩鎮，也為禁軍所設置，並進而傳入北

衙諸司。這個過程從制度、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值得關注處至少有二：即該職

是從地方傳入中央，以及它在中央僅見於宦官掌管的機構。是故，本章首先勾

勒禁軍採納押衙官職的經過與原因，並抉發朝廷在此過程中的主動性；其次從

禁軍押衙設置型態及選任情形中，考察該職與宦官政治的關係。 

  學者過去認為，禁軍設有押衙是因為神策軍曾為藩鎮軍隊；但從現存材料

看來，神策軍為藩鎮軍隊的時期應該還沒有押衙。該職首先是在大曆（766-779）

初年神策軍外鎮時出現，而後又於貞元（785-805）初年禁軍改革時，被大舉設

置在神策軍本部及六軍。禁軍之所以有押衙，是出於代宗、德宗的主動設置，

而究其原因，是朝廷自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以來便相當關注藩鎮軍制。

在屢次借調藩鎮軍隊平叛時，中央君臣得以對押衙官職有親身體會；且該職具

有親信性質，原先便與天子禁軍的觀念相容。朝廷應是相當有意識地向藩鎮習

得押衙官職，並將其設置作為禁軍改革政策之一環。 

  宦官取得禁軍兵權，確實對其押衙官職造成影響；但整體而言，禁軍押衙

                                                 
85 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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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宦官政治控制的程度，並不如前輩學者所想。首先就設置型態而論，神策軍

不僅有可能威脅中尉權威的都押衙重職，中尉副使、外鎮或邊軍軍使也有押衙，

中尉藉該職集權的程度應有限。北門六軍軍使也是各自有押衙，其使職系統存

續至唐末葉，並未因辟仗使軍權確立，及左、右三軍使職系統出現而被廢除。

再者從押衙選任來看，左、右三軍押衙固然頗有宦官勢力背景，但六軍押衙卻

多出於禁軍將門；神策軍押衙因加號性質較強，充任此職者也未必被賦權。學

者過去將禁軍視為宦官政治的權力根源，但透過以上考察，似乎能探知宦官專

權的一些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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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押衙是唐代後期相當常見的官職，廣泛分布於全國藩鎮與內部支州、軍鎮，

以及中央的禁衛軍與北衙諸司。它也是相當重要的官職，在藩鎮與禁軍皆具有

統帥親信的性質，不僅能發揮親衛實質功能，亦可做為榮寵屬下的加號。本文

所進行的工作，便是以唐後期軍事制度變遷為背景，研究押衙官職的出現與傳

布，從而發抉該職於當時常見且重要的原因。 

  首先關於押衙官職的形成，本文指出該職雖是開天之際的西北節鎮所正式

創造，卻淵源於開元（713-741）後期的行軍規定。在唐初理想的六軍制中，原

僅有二位總管特化出「主虞候」職掌，率領虞候軍在外監察。但行軍制度至開

元朝已漸趨式微，並受到鎮軍結構影響而縮減為四軍。為維持軍隊權力結構平

衡，「主虞候」總管外的二位總管亦相應發展出「主押衙」職掌，負責在內護

衛統帥。「主押衙」觀念及職務其實與後繼的鎮軍、節度使制度更為契合，因

為當統帥不再僅臨時出征、而須長期駐邊，則其禁衛需求尤高。是故，原於開

元後期推行程度有限的行軍規定，反而在天寶五載（746）被河西隴右節度使王

忠嗣付諸實踐，押衙這種具親信性質的重要軍職，從此成為唐後期歷史舞台上

的要角。 

  其次有關押衙官職的傳播，本文指出該職在安史之亂爆發後二十年內，便

從沿邊藩鎮而至內地新建藩鎮，傳遍全國節度使藩鎮與其支州、軍鎮，乃及於

中央的行營與神策軍；而約三十年後，即設置於各級藩鎮與所有禁軍。在唐後

期去中心化格局中，押衙官職能夠迅速被各類機構採納，一方面是因為大亂以

來朝廷大量調動西北軍隊平叛，並任命該地將領、僚佐為他鎮節帥，西北節鎮

設置押衙的經驗故而擴散到中央與他鎮。另一方面則緣於押衙切合藩鎮體制

中，節帥對親衛軍與牙將的普遍需求，以及由此結構因素而生的全國性軍事文

化；而性質類似親衛軍的唐廷禁軍，自然也與該職相契。 

  藉由考察押衙官職擴散的過程，不僅能歸納出其傳布機制與動力，還能得

出另外幾點認識。其一，神策軍作為藩鎮軍隊的時期應尚無押衙，禁軍設有押

衙是來自代宗、德宗主動採納，而這反映唐廷學習藩鎮制度，以改革禁軍軍制

的積極態度。其二，伴隨押衙官職傳入藩鎮或禁軍次級機構，形成所謂雙層使

職系統，充任者與該機構首長的關係也出現變數。例如藩鎮節帥之於軍鎮押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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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策中尉之於外鎮押衙、辟仗使之於六軍押衙，其控制力大概頗有限。且這些

關係若將押衙的加號性質納入考量，將會更錯綜複雜。本文基於上述認識，考

察禁軍押衙的設置型態及選任情況，得出該職並非全然利於宦官專權的結論，

不過是極簡化的說法。押衙官職運用自然會因時空、人事而異，本文所能做的，

只是依據現存材料，盡力整理該職早期的主要性質。 

  從押衙官職起源與傳播的過程中，本文還注意到特殊的「官職傳布」現象。

此現象之所以富有意義，是因為押衙屬於由地方自創、而非朝廷頒行的官職，

卻能在安史亂後快速傳布全國。這一方面顯示首創押衙官職的西北節鎮，當時

與其他藩鎮及朝廷間，存在較密切的溝通渠道；另一方面也反映不同地域機構

有主動採納押衙官職的動力，該職性質契合於它們的需求。事實上，押衙並不

是孤例，唐後期至宋代常見的兵馬使、教練使、指揮使等職，皆是安史之亂前

後新出現的軍職。倘若對它們的官職傳布進程加以考證，有望更全面認識不同

地域機構間的親疏關係，以及當時的制度環境與軍事文化。由於史料的限制，

過去學者對中央所創置的官職研究較多，鮮少考察地方自創的官職，更不易注

意到這類官職為其他地域自主採納，進而廣泛傳布的現象。本文嘗試對唐後期

藩鎮林立格局中，押衙官職的出現與傳播進行實驗性考察，期盼能作為這類研

究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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